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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與族群改造：
後革命時代滇北阿卯苗族的俗世運動*

黃淑莉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80年代滇北楚雄州民委以平反「老苗文」為由推出規範苗文，號稱是最

科學的阿卯文字。然而，儘管已經投入大量推廣與教學資源，規範苗文卻不

受歡迎，尤其基督徒始終認為改革支持者藉規範苗文打壓教會。本文以文字

道德性的破壞與重建作為闡釋文字改革事件的敘事框架，探討滇北阿卯社區

被捲入民族體制後的世俗化歷程。本文主張，對一個社會生活幾乎離不開教

會的地域社群而言，當文字改革的浪潮進入到滇北阿卯社群當中，從消滅柏

格理文字、平反老苗文、規範阿卯文字到苗文建設，文字改革的政治行動與

滇北阿卯社群的「去基督教化」運動緊密結合，成就了一個屬於他們的俗世

運動。本文指出，文字改革涉及共和國阿卯與基督教阿卯的意識形態辯論，

參與改革展現出社群菁英對民族語境的理解、對語言學知識的掌握，凸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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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的書寫歷經相當長的時間，我在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中注意到規範苗文的爭議，在博士

論文的第七章回答：為什麼Joakim Enwall（1994）預測規範苗文取代其他文字方案的情況並沒有發

生？當時的分析主要採用田野訪談中報導者對規範苗文的批評，證明規範苗文極度不受歡迎，缺乏

紀錄支持者的觀點，因此談不上是完整的分析。過去十多年來阿卯知識分子陸續召開過多次正式會

議商討文字統一的問題，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民間舉辦的討論會更是不計其數，相關的爭議卻

沒有緩和的跡象。關注這些爭議的時間越長，規範苗文的存在就越顯得突兀，也就越加令人困惑：

為什麼規範苗文相對於教會苗文的普及率極低，規範苗文卻不能取消，難道規範苗文是不得不的存

在？基於這樣的困惑，我從支持者的觀點對規範苗文的存在與爭議重新進行分析，企圖呈現規範苗

文不得不存在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脈絡。本文的初稿曾於2020年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的

「多元宗教與符號媒介」研討會中發表，之後又經過幾次大幅修改才完成這個版本，寫作期間感

謝高晨揚、Ujin Kim、黃宛瑜提供的書寫建議，蔣馥蓁、李仁淵的評論，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

評，還有「文字、儀式與社會動員：歷史人類學的對話與共作」讀書會成員的討論意見，最重要的

是遠在昆明的張紹輝、王永華、龍崇明所提供的寶貴資料以及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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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國家對話的能力；其中壯大族群自我的改革企圖，更是反映了社群菁英

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以及對族群未來的倫理負擔。

關鍵詞：文字改革，俗世運動，文字意識形態，規範化工程，社會主義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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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不受歡迎的文字改革

隨著新教版圖在中國的拓展，首先進入西南部落的內地會與循道公會

宣教士，1帶著據說是阿卯「祖先丟失」的文字讀本，走進部落人群的文字

發展史，這些讀本不僅是部落宣教的敲門磚，更為宣教事業的成功奠定基

礎。21905年循道公會的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在石門

坎阿卯的協助下，以框格字體創造出阿卯語言的書寫系統（以下稱「框格文

字」），此文字書寫的基督教讀本在阿卯當中大受歡迎，直接促成重塑區

域內人群關係的信教運動；隨著部落教會的迅速擴點，框格文字也進入到傳

統諾蘇領地（雲貴高原東北邊的烏蒙山和轎子雪山區域）的其他部落人群當

中，除了阿卯以外，川苗、葛濮、傈坡、拉卡和諾蘇的部落基督徒也都有了

各自的框格文字讀本。到1950年，識得框格文字的部落基督徒已有數十萬

名，超過百萬冊的基督教讀本在他們當中流通。

人類學家Judith Pine（2015）注意到高地東南亞的山地部落很可能是用

「專屬」的概念來理解文字與人群的關係。她認為，從權力政治的模式來

看，文字政治所涉及的權威關係並不全都是宰制的，應該區分專屬與宰制的

不同；根據她的說法，在專屬模式的文字政治中，標準化的文字並不具備

當然權威，人們會把文字使用者（或者文本生產者）的形象和能力投射到

他們對文字（或者文本）的認識當中，即便是一種文字也可以有多種寫法、

即便是一種寫法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讀，因此，文字的使用與解讀取決於使用

者對文字本身的認識，文字實踐的差異化必然是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

的權威場域。從專屬模式的角度來看，框格文字可以有多種身分：其中一個

身分是西南部落基督教的專屬文字，框格文字與基督教原生性的連結限定文

1　 本文所指的「部落」（tribe），一般多被稱為非漢人群或者族群或者中國少數民族。十九世紀末

與二十世紀初在中國西南地區活動的新教宣教士，在不清楚西南非漢人群的族群類別與族群關係

的情況下，多使用tribe這個不涉及族群類別的詞來指涉非漢人群，並以tribal Christianity（部落

基督教）一詞，區別他們在漢人地區的傳教工作。由於本文涉及到的非漢人群都是在二十世紀初

的宣教運動中才開始受到重視，故沿用新教宣教士對非漢人群的指稱。

2　 關於柏格理文字與中國西南部落基督教的關係，筆者在〈「失而復得」的文字：1950年以前的柏

格理文字與中國西南阿卯苗族基督徒的原生性政治〉（黃淑莉 2022a）文中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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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使用與流通，框格文字實踐裡的權威關係也與阿卯基督教的教會分裂

（schism）息息相關（黃淑莉 2022a）。在族群主義的話語裡（discourse）

框格文字也有它的族群身分，框格文字的書寫系統被區分成多種不同的族群

語言甚至方言，有專用於「滇東北次方言」的滇東北苗文，也有專用於川黔

滇次方言的川苗文（或稱川黔滇苗文），還有專用於其他族群語言的文字等

等，框格文字的客觀性與族群語言的存在狀態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從文字意識形態來看，框格文字的兩種身分――基督教的專屬文字與

族群的專屬文字――必然是要以某種方式區別彼此，而存在文字與口語之間

的差異，似乎也意味著在框格文字的兩種身分之間存在一個難以跨越的鴻

溝，尤其在新中國的民族體制下，框格文字和阿卯語言的再現距離變得無法

忍受（比如：有些「語音」沒有被寫下來、有些音節「字」的意思不清楚等

等），無法忍受的再現距離被視為是框格文字的嚴重缺陷、不適用於拼寫苗

語的證據，框格文字作為民族文字的符號資格也因此受到嚴重挑戰，甚至必

須通過一連串的改革才得以重新獲得民族文字的身分認證。3然而，改革文字

不只是優化溝通工具而已，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改革卻總是衍生許多爭議，

改革的成果也總是不如預期，本文即將指出：這些爭議如何反映人們對文字

為什麼要改革的種種反思，又如何從這些反思來理解文字改革事件以及評估

文字改革的社會影響。

這篇文章的主角「規範苗文」是框格文字的諸多修改方案中唯一獲得

地方政府民族部門支持的版本，這套修改方案是以滇北阿卯教會所使用的文

字為基礎，大幅增加聲母、韻母和音調的標記符號，修正拼寫和組字方式，

號稱是兼具科學性、繼承性與適用性的文字，能夠準確描述阿卯語音、精準

傳遞語言訊息。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支持規範苗文的改革論述，都要強

3　 關注文字改革的語文社群（literary community）通常用「爭議」來指涉文字方案百家爭鳴的情

況，凸顯文字統一窒礙難行的尷尬。從語言學的觀點，對各種文字方案進行比較分析的研究與討

論，可說是包羅萬象，不僅有出版與未出版的會議論文與期刊論文、手稿、倡議稿、發言稿等書

面資料，就是口頭上正式、非正式的討論，都得要旁徵博引語言分析的結果作為立論的根據。表

面上，人們藉語言學知識促成框格文字的規範化，客觀地評估不同文字方案的優點與缺點；實際

上，各個方案都是各有各的優缺點，訴諸語言知識的客觀性不僅未能化解規範化的爭議，反倒促

成各文字方案客觀存在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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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規範苗文相對於柏格理文字的道德性，最普遍的說法圍繞著這樣的對比：

柏格理文字的缺陷導致欺騙與誤解的溝通障礙，助長宗教迷信也限制語言和

文化發展；規範苗文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提供引導與信任的溝通基礎，促進

語言和文化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對以民族文化愛好者自居的改革支持者而

言，推動規範苗文完全是他們發自真誠信念的倫理行動（ethical action），4

儘管自80年代出現以來規範苗文就爭議不斷，對改革支持者的批評也是此

起彼落，他們卻依然堅信規範苗文對柏格理文字的改革擔負著改造阿卯的任

務，推動改革的腳步也未曾停歇。

事實上，隨著國家權力的擴張與民族體制的普及，阿卯社區和人群在不

同的時間點以不同的方式被捲入到不同的改革行動當中。儘管規範苗文在阿

卯當中的接受度不高，改革柏格理文字的政治行動，卻受到滇北阿卯幹部與

地方政府的高度支持，在滇北阿卯社群當中發展出專業化的語文社群，營造

出具專用語域（enregistrement）特性的民族公共領域，規範苗文也因此成為

一個頗具區域性色彩的文字方案。在民族文字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主義中國，

相較於50年代出現、標榜全民性的拉丁苗文，規範苗文的出現反映民族語境

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兩個轉向：（1）身分認同轉向――滇北的改革支持者

以規範苗文取代中央民族語言專家所制定的拉丁苗文，顯示民族不再只是民

族識別架構下的身分類別，更是部落人群身份認同的對象；對身分認同的強

調，衍生出以族群取代民族作為區分人群的差異化語境；（2）主體轉向――

滇北的改革支持者通過規範化的文字改革與主體化的語文建設推動阿卯的族

群改造，顯示民族工作不再只是民族賦權，更涉及到民族主體的塑造；對主

體性的強調，促成民族公共領域的出現，只不過在中國式的肯認政治底下，

國家依舊壟斷民族主體的差異化特徵的生產與再生產。

本文對文字改革的關注，旨在呈現滇北阿卯社區被捲入民族體制後的世

俗化歷程，企圖回答：對一個社會生活幾乎離不開教會的地域社群而言，何

4　 關於倫理行動，參考Webb Keane在Ethical Life （2016）書中的定義。根據Keane的說法，我們處在

一個道德化的世界，這也意味著倫理可供性（ethical affordance）是可被經驗世界的特徵，因此倫

理生活無法回避對可經驗世界的倫理評估，不道德的世界是倫理生活的負擔，也是生活世界的「存

有」不得不被改造的理由。這種通過對生活世界的倫理評估所產生的行動，即是所謂的倫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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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範苗文的文字改革會成為阿卯基督徒參與民族公共領域的進入障礙。本

文即將指出，當文字改革的浪潮進入到滇北阿卯社群當中，從消滅柏格理文

字、平反老苗文、阿卯文字的規範化到苗文建設，文字改革的進程與他們的

俗世運動緊密結合，不僅涉及到共和國阿卯與基督教阿卯的倫理辯證，過程

中的各種操作，展現出社群菁英對民族語境的理解、對語言知識的掌握，顯

示他們與國家對話的能力；其中壯大族群自我的改革企圖，更是反映了社群

菁英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以及對族群未來的倫理負擔。

本文的寫作，除導論和結論外，分成七個小節：首先從意識形態工程的

角度，論證文字改革如何涉及文字道德性的評估，以此作為闡釋文字改革事

件的分析架構；接下來的幾個小節，依序鋪陳柏格理文字如何從文革時期的

大破壞中起死回生，歷經改革開放的平反與改造，最後成為打造社會主義新

阿卯的建設指標；本文最後指出，儘管規範苗文不受歡迎，在文字改革過程

中逐一展開的俗世運動，成功地在滇北阿卯當中塑造「去基督教化」的民族

公共領域，對基督徒而言，抵制規範苗文是因為參與這樣的民族公共領域可

導致教會陷入世俗化的危機，對改革支持者而言，文字改革從未失敗只是尚

未成功，規範苗文所肩負的族群使命恰是俗世運動的未竟之功。

二、分析架構：作為意識形態工程的文字改革

從肯認政治來理解文字改革的民族研究者，尤其傾向於將文字創制與改

革視為國家對少數民族施行「文明計畫」（或者「教化」）的一部分，儘管

同意文明計畫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計畫，研究者對文明計畫卻有極為不同的解

讀。郝瑞（Harrell 1995）用「他者化」來凸顯文明計畫的意識形態霸權，教

化者把被教化者視為相對於自我的他者，根據郝瑞的說法，文明計畫之所以

立於道德的制高點，與其說是因為它提供了被教化者所需要的教化，不如說

是因為教化者利用意識形態的霸權把被教化者打造成某種需要被教化的「他

者」（存在）。沈清松（2004）則是用「外推」這個概念來指認文明計畫的

意識形態工程，他認為，文明計畫的目的是教化者把自身的生活世界推介給

陌生人，外推指的就是這個推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化者與被教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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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原來雙方竟是如此的不同、如此的陌生。不同的解讀恰恰凸顯了文明計

畫在認識論上的根本矛盾，教化者的認識論對被教化者的去賦權卻是被教化

者參與文明計畫而獲得賦權的前提。

儘管郝瑞的憤世嫉俗與沈清松的樂觀主義形成強烈的對比，兩人將教

化視為倫理負擔的看法卻頗為一致，差別只是在於他們把教化的意識形態當

幻象（illusion）還是真實（reality）。對郝瑞而言，「他者化」是教化者強

加在被教化者身上的意識形態幻象藉以建立的文明計畫的合法性，儘管被教

化者沒有教化是事實，被教化者需要教化卻不是事實，教化者用需要教化的

「幻象」映照出被教化者的匱乏與缺陷，要不是被教化者智識能力有限對教

化者認識不清，就是這些教化者圖謀不詭惡意欺騙。沈清松倒是認為，若是

一味地強調意識形態的霸權只是強化教化者與被教化者的權力不平等的刻板

印象，反倒忽略了被教化者是如何瞭解到他們對教化的需要是真實存在的，

被教化者並非不明白教化者的道德野心，也不只是盲眛地接受教化者的意識

形態，教化是一個相互瞭解的過程，而瞭解過程中的對話與參與必然涉及理

性、道德與本體論等等的反省與重整。

從文明計畫的角度來看文字改革，凸顯文字改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

程反映的是生活世界的改變；然而，用生活世界的改變來解釋文字改革的必

要性卻經常陷入以權力為後設、區分教化者與被教化者的套套邏輯。Ruth 

Miller（2013）提醒，文字改革本來就是一種「換符號」的象徵操作，換了一

種符號，文字的意義化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也隨之改變，文字之於生

活世界的關係也隨之改變。以二十世紀初土耳其的字母革命為例，Miller從符

號學的觀點凸顯新文字與俗世的符號關係，根據她的說法，改革推動者通過

對新文字的闡釋，逐漸展開對世俗主義的理解，主張一種機械的、物質的卻

也是有生命的像演算法一樣可以計算的俗世政治，有別於標榜倫理與榮譽的

伊斯蘭政治。5對符號關係的強調，也就不能不注意到能指與所指的相互指涉

5　 以1928年土耳其的字母革命為例，一般認為字母革命搭上世俗主義運動的浪潮，卻也忽略將兩者

緊密連結的後設結構，Ruth Miller（2013）注意到在字母革命中被注入的世俗主義，從字母革命

看土耳其的俗世革命，像「運算法」一樣的「新文字」是俗世的構成，反映出一種機械的、物質

的卻也是有生命的俗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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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任意的、隨機的或者偶然的發生，而是有一個後設語境在規劃、引導

或者處理如何相互指涉及其產生的影響。因此標榜符號學取徑的當代語言人

類學，主張一種與文字有關的意識形態，連結文字概念和使用與政治經濟和

社會文化的價值判斷，做為探討文字或者其他的語言形式（micro-form）與

世界（macro-form）如何相互指涉的切入點（Woolard 1998）。

與文字有關的意識形態，廣義來講，可以是語言意識形態（Ahmad 2008; 

Dickinson 2015; Schieffelin 2000），將文字視為再現聲音的語言符號；或者符

號意識形態（Keane 2018a; Pine 2015），看重文字符號的非語言面向；或者

語文意識形態（Collins and Blot 2003; Street 1984），將使用文字視為相對於

口語表達的識讀能力；共同的基礎是 Charles Peirce （皮爾斯）的符號學，對

文字符號的關注目的是為了闡釋生活世界的構成。文字意識形態強調，文字

作為一種能夠標記差異的符號（signs of differentiation）與社會生活其他領域

的連結（Gal and Irvine 2019），由此衍伸的問題意識，探討文字如何能夠媒

介（mediate）抵抗關係（Thomas 2007）、權威關係（Choksi 2017; Mueggler 

2021; Pine 2015）、人群關係（Ahmad 2008; Schieffelin and Doucet 1994; 

Wong 2016），乃至身分認同（Fishman 1998; Jaffe 2008）等等。

本文關注文字為什麼要改革、如何改革，以及文字改革的社會影響，考

察重點是1980年代在滇北阿卯社群中出現的規範苗文，對框格文字的規範化

改革如何進行。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規範化被認為是縮小阿卯語言與框格

文字差距的必要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從語言到文字必然反映文字意識形態

的影響，規範化是將符號載體改造成為理想物件的意識形態工程。儘管語言

學主宰文字符號的認定（Errington 2010），文本流動往往涉及不同文字意識

形態的接觸（Choksi 2017;, Schieffelin 2000），文字意識形態的顯現將文字

選擇乃至於文字的改造置於爭議之中（Johnson 2005），即使是被認為理所

當然的「換符號」，也有一段文字意識形態的覺醒過程（Miller 2013; Zhong 

2019）。這也意味著，文字改革必然涉及到文字符號的不同認定。

為了能夠更好的脈絡化文字改革，避免名詞的混淆，本文採用Webb Keane 

（2018a）以皮爾斯符號學為基礎所提出的「符號現象學」的分析架構，將文

字符號視為文字概念（sign-object）的具體存在，進一步將文字符號區分成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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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載體（sign-vehicle）與符號實在（sign-reality），符號載體指的是構成文字符

號具體存在的那些可碰觸的特性，即可被人們觸及且辨識差異的書寫呈現，又

可稱為「字體」；符號實在指的是文字概念落實在生活世界中的真實存在，即

被人們視為文字、具有文字功能、被用來書寫與閱讀的文字符號，比如：框格

文字、拉丁文字等等。在符號現象學的基礎上，本文又結合文字意識形態的討

論，區分符號實在與符號標籤（sign-labeled），用以指涉不同命名的文字符號

影射不同的文字概念，比如：就文字符號而言，柏格理苗文與老苗文都是框格

文字，但兩者的文字概念卻不一樣，反映文字符號與阿卯的不同關係。換句話

說，文字標籤是對文字符號與生活世界關係的評估，反映文字意識形態投射到

文字符號的認識與使用。以下表格呈現本文所提及的各種文字方案中，文字符

號的載體、實在與標籤三者的關係：

表1　文字符號的結構

符號載體
Sign-vehicle 框格字體 拉丁字體

符號實在
Sign-reality 框格文字 拉丁苗文

符號標籤
Sign-labeled

基督教文字 苗族文字

柏格理文字 舊文字 新文字

帝國主義文字 老苗文

教會文字 石門坎文字

規範苗文

民族文字（阿卯文字）

製表：黃淑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的表格中，框格文字有許多符號標籤，恰恰顯

示文字改革的複雜性，改革支持者認為他們改革的是阿卯文字，基督徒卻認

為他們的文字改革是為了取代基督教文字的使用、取代基督教早就存在阿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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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事實。不僅如此，文字改革的「換符號」操作不只是換一種字體（比

如：把框格字體換成拉丁字體）或者修正字體（比如：從框格字體A改成框格

字體B等等），也包括對文字符號的重新認識，意即用一個新的符號標籤取代

舊的符號標籤，比如：阿卯文字不再稱做阿卯文字改稱基督教文字、老苗文

等等，新的符號標籤指涉新的文字概念，框格文字作為一種文字符號的專屬

身分也被重新認定。

從文字肯認政治探討框格文字的規範化工程，這也意味著框格文字不

是理所當然的就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民族文字。事實上，在取得文字

身分之前，框格文字經歷過被當作是「帝國主義文字」的污名階段、「老苗

文」的過渡階段，最後才在規範化工程中，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民族文

字」。從以上的討論得知，這個取得身分的過程涉及到兩個層次的意識形態

工程：

（一） 從文字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文字作為能夠呈現人群特性的區分符

號，置換或修改符號的合法性建立在對文字符號的「去道德化」，不

道德的存在促成改革的迫切性，因此本文所關注的文字規範化，其實

就是將框格文字從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文字轉化成為道德超越的民族文

字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新的文字意識形態企圖對既有文字意識形態

的取代過程，不只涉及到對框格文字的符號實在的重新定義，更是關

乎文字道德性如何重建的意識形態工程。從道德重建的角度來看，本

文指出，規範化工程包含三種意識形態操作：（1）溯源――為框格文

字找到阿卯起源，確立框格文字與阿卯的關係；（2）正名――確立框

格文字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限定框格文字專屬共和國阿卯的民族

文字身分；（3）完善――擴充與改進書寫系統與拼音規則，規定框格

文字與阿卯語言的關係。

（二） 從文明計畫的角度來看，文字作為意識形態的符號（sign of ideology）

（Nöth 2004），文字改革的目的是以新的意識形態取代舊的意識形

態，藉以推動生活世界的改變。因此本文也將提及，以取代框格文字

為目的的規範苗文建設旨在將社會主義新阿卯的族群理想推介到阿卯

社群當中，苗文建設指的是通過教學、出版與標語等轉化阿卯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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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與生活空間，進而造就共和國阿卯的民族主體。此一外推過程涉

及到社會主義新阿卯對基督教阿卯的價值取代，過程中的對話反映文

字意識形態衝突，來自基督徒社群的反對也就因此成為此一文明計畫

的最大變數。

本文以文字道德性的摧毀與重建為敘事框架，呈現在框格文字的規範化

工程中逐漸展開的阿卯俗世運動，藉以凸顯文字改革如何涉及的共和國阿卯

與基督教阿卯的倫理辯證。首先是文革期間，框格文字的「缺陷」被用來證

明框格文字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文字」，藉此將革命行動合理化為「揭穿

傳教士騙局」的俗世革命。後革命時代，平反「老苗文」開啟滇北阿卯文化

愛好者對文字「阿卯性」（indigeneity of Ahmao）的探索，從規範苗文對框

格文字的改造中逐漸展開阿卯的俗世運動。改革框格文字的規範化工程通過

溯源、正名與完善的意識形態操作修正框格字體的缺陷，尤其在過程中藉著

拒絕框格文字的基督教身分、貶低基督徒社群的文字實踐，以強調規範苗文

做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版本的阿卯文字，相對於基督教版本的柏格理文字的道

德超越。在苗文建設的推動下，規範苗文取代教會文字成為民族公共領域的

溝通媒介；儘管實現社會主義新阿卯的立意良善，規範苗文在阿卯當中卻不

受歡迎，尤其來自基督徒社群的抵抗凸顯「去基督教化」的爭議性。本文最

後以《苗文源流》（2017）中的苗文系譜說明文字的進化史如何反映阿卯族

群的文明進步史，凸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進步史觀為阿卯文化變遷所規劃的

單一起源與統一的未來。走過80、90年代的文字改革時代，在《苗文源流》

的系譜中被視為是苗文未來也是未來苗文的規範苗文，並沒有理所當然的取

代其他文字成為唯一苗文，儘管如此，去基督教化的俗世運動並未就此結

束，在國家壟斷的民族公共領域中，反倒成為共和國阿卯唯一的族群未來。

三、革命：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文字？

一般來說，在阿卯當中向來都要區分信教的和信鬼的，這組對立區分出人

群的生活氣質。人們會說，「信教的」比較有禮貌、說話比較文雅、做事比較

有方法，見過世面上得了檯面；「信鬼的」比較單純、說話比較直白、做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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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隨性，熟悉傳統技藝比較了解禁忌風俗。1950年代以前，信教和信鬼的區別

在滇北的阿卯社群當中並不明顯，社群受基督教影響頗深，只有二萬人左右卻

有近百個教會，信仰與社會生活幾乎離不開教會，少數信鬼的家戶據說都是較

晚才從貴州那邊遷徙過來的。整體而言，滇北阿卯社群與基督教的連結頗為穩

定，雖然信教的之間會有教派區分，教派關係向來緊張，信得好和信得不好的

之間也經常發生衝突。1950年代以後，革命行動隨著國家政策（比如：土改、

工作組、公社、大隊等等）進入到阿卯社區，也把反教（反對基督教）的規範

性立場帶進阿卯社群當中，在革命行動最緊迫的年代，社會生活中最尋常的溝

通和互動也免不了被放在「極左」的意識形態下檢驗。

文革期間，打著反對帝國主義旗幟的紅衛兵，在各地發起消滅「帝國主

義文字」的革命行動。曾在民宗局任職的張樹榮回憶：當時的革命分子不斷

地在群眾之中灌輸框格文字是帝國主義遺毒的觀念，每村每寨都指派教會長

老執事蒐集各種框格字文本，繳納到公社集中銷毀，一些不放心的村寨就派

紅衛兵進入搜索；大規模的集中銷毀行動，文革十年當中至少出現三次（苗

文源流編寫組 2017：331-333）。根據張的說法，社會主義革命啟發阿卯重

新認識框格文字，在瘋狂的文革時代，改革支持者受到「極左意識形態」的

誤導，誤以為框格文字是邪惡的「帝國主義文字」，才會把消滅框格文字誤

認為是解放阿卯的革命行動。言下之意，雖然消滅框格文字是錯誤的，解放

阿卯卻是不得不發生的革命行動。假如革命行動的歷史意義是穩定的，在框

格文字被錯誤認識的前提下，消滅框格文字能夠積極成就革命行動的歷史意

義；假如人們對框格文字有了不同的認識，連帶著也會對框格文字採取不同

的對待方式，藉以成就革命行動的歷史意義。

滇北阿卯當中最為知名的革命分子龍福華在其晚年的自述中，將自身

從神學生轉變成為無神論者的轉宗經驗，與認識到框格文字是「不道德的存

在」的覺醒經驗結合在一起。在滇北阿卯教會提起龍福華，大概無人不知無

人不曉。他是1940年代內地會滇北洒普山教區重點培養的神學生，也是最早

將俗世主義思潮引進滇北教區的本土知識份子之一，早在解放前就已經是教

區內推動改革的領袖人物。6我從2008年直至老先生2016年過世前，除2012-

6　 龍福華不僅是滇北阿卯基督徒最早的神學生，又是來自聲望頗高的基督徒家庭，敏捷的思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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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外，幾乎每年都會前去拜訪，老先生見識廣博、思緒敏捷、口才便

捷，雖然已經八十多歲仍舊記憶力驚人。幾次的訪談，龍福華從早年積極參

與消滅帝國主義文字的革命行動，說到改革開放後積極投入規範苗文的改革

工作，面對我的疑惑或者其他人的質疑，老先生總是要強調他對真理的追求

以及背棄基督教信仰的覺醒過程，對他來講，覺醒並非一夕之間，而是很長

時間反省和醞釀，這一切是在外國傳教士離開洒普山以後開始發生，真正的

轉捩點則是在將近十年之後。在訪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龍老先生將

他對帝國主義的批判直接証成批判督教的後設語境，進而將消滅帝國主義文

字的革命行動轉化成為阿卯「去基督教化」的俗世革命。根據龍福華的自我

表述，這個覺醒過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發現真相、拆穿騙局、揭露惡行。

（一）發現真相

1949 年外國牧師全數離開之後，內地會滇北教區的各地教會如同一盤散

沙，1951年8月在總堂王志明牧師的號召下各地教會聯合簽署三自革新運動

聲明，加入愛國主義運動（肖耀輝、劉鼎寅 2007：200-217），龍福華因此

有很多機會到昆明的三一堂參加各種交流和學習活動。7當時的他深受愛國主

義影響，瞭解到阿卯教會被外國傳教士控制所以落後，因此特別需要革新運

動。他解釋革新運動就是革「心」運動，阿卯要洗心革面才能與帝國主義劃

清界線。8儘管受到愛國主義影響，龍福華已經開始對教會和外國傳教士展開

激烈批判，不過他認為愛國主義尚且不足以導致曾經是神學生的他放棄基督

捷的口才、驚人的記憶力、廣博的見識，總能夠給洒普山的信徒帶來極大的信心，所有人都相信

有一天他會是洒普山總堂的主理牧師。當時誰也沒料到解放後不久，龍福華就放棄信仰，高舉無

神論否定聖經真理，甚至在文革期間公開批鬥教牧和傳教士，直到今天滇北的基督徒仍舊認定他

是直接導致洒普山教會分崩離析的罪魁禍首。

7　 龍福華在洒普山教會服事的那幾年，也正是革新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刻，為保證教會確實執行革新

運動，當時的武定縣委甚至派員長駐村子裡，監視洒普山教會的聚會情況，利用聚會和禮拜時間

宣講愛國主義，還動員非信徒進入教堂控訴傳教士的倒行逆施。激進的革新運動在阿卯當中帶進

了一個鮮明的反教立場。

8　 因為在教會中積極倡議革新運動，龍福華與總堂牧師王志明意見不合，兩人在信徒當中各有支持

者，王牧師是保守的一派，龍福華是改革的一派，兩派的關係十分緊張，幾乎每次聚會都會發生

衝突。衝突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55年，宗教氛圍丕變，王志明牧師被以勾結外國傳教士的叛國罪

名逮補入獄，教會也隨之全面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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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只是讓他更加瞭解到教會要「三自」――自傳、自養與自立，對教

會「三自」的追求更加強化他推動革新運動的決心。真正的改變發生在1957

年，也就是洒普山教會又重新開放後的隔年，9武定縣統戰部組織教牧同工參

加雲南省國慶觀禮團，龍福華代表洒普山教會受邀參加，除了教會人士、縣

委和政府都有幹部一同隨行，總共三十多個人從武定出發，他們首先到北京

天安門參加國慶典禮，見到了毛主席，之後又到天津參觀跨海大橋，最後到

上海參觀教堂，前後一個月（同上引：209）。龍福華回憶這一趟旅程如何啟

發他成為無神論者：

本來我是很熱心的，我讀神學回來不是當傳道員就是當牧師，這

是我本來追求的。但是我為什麼不信呢？1957年我有機會參加國

慶觀禮，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十月三號、四號以後，我們雲

南代表團有個要求，就是要去參觀上海，政府也同意了，帶我們到

上海參觀。到上海參觀主要是參觀上海基督教如何反帝愛國，我們

代表團到了一個小禮拜堂，……他們就介紹說，解放以後，把外國

人攆走接收他們的房地產，在外國人的房子裡頭找著那麼厚的一本

書，那個是外國在中國傳教搞情報，就是那麼厚的一本書。這一本

書裡面有一句話說：與其在中國辦軍營，不如在中國辦教會，更為

容易；與其在中國內地辦教會，不如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辦教會，

更為容易。因為邊疆少數民族沒有文化容易接受。這個話就開拓

了我的心竅。為什麼苗族彝族傈僳族都信教，漢族雖然信教但是少

數，說到底還不就是認識的問題。……我自己就不追求這個信仰

了。……參加國慶觀禮回來就不信了，不做禮拜了。（龍福華訪

談，2008年9月16日）

9　 洒普山教會在1955年6月因總堂牧師王志明被送進勞改場而關閉，1956年大鳴大放期間短暫恢復禮

拜，1958年反右運動後全面關閉直到1978年才又重新開放。1956年王志明牧師出獄後並沒有回到

洒普山，而是被安排到武定縣文化局任職，洒普山教會短暫開放的這一年多由龍福華擔任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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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福華描述自身轉宗經驗的敘事手法，對熟悉阿卯「得道敘事」的聽眾而

言，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基督教的苗語直譯是「真正的道理」，因此

阿卯基督徒往往動用得道敘事來講述阿卯信教歷程，比如石門坎〈溯源碑〉

就是以「尋道」（找到傳教士）、「學道」（向傳教士學習），乃至「得

道」（翻譯苗文聖經）的敘事結構來呈現阿卯的信教歷程。以上所引用的訪

談節錄清楚呈現龍福華如何動用「得道敘事」來講述自己的轉宗經驗，這樣

的敘事結構能夠賦予他所發現的「情報之書」，與傳教士的聖經匹配相當的

「真理性」，就如同20世紀初阿卯先輩找到宣教士獲得聖經真理的發現旅程

一般，龍福華的發現旅程也是對真理呼召的回應。

在幾次的訪談中，龍福華總是提到在上海小教堂裡「那麼厚的一本

書」，雖然我多次追問書名，龍福華並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反倒是以更加

誇張的手法描述這本書放在哪裡，以及尋找過程的艱辛。他解釋說那本書是

藏在上海大教堂很秘密的一個小房間，原來是鎖在一個厚厚的保險櫃裡，宣

教士離開之後把鑰匙也帶走了，共產黨幹部打不開就用炸彈把保險櫃炸開，

在櫃子裡找到那本書。尋找的過程至關重要，如同當年阿卯在大城市裡（指

安順和昭通）找到外國宣教士，而宣教士更是千辛萬苦地才從大海裡撈起祖

先遺落的「真理之書」，將它帶回到阿卯當中。10從得道敘事的結構來看，這

本「情報之書」藏得越隱秘越難以被發現，價值就越高也就越能與「真理之

書」相匹配。龍福華用非常誇張的方式細緻的描述這本書被藏起來的地方，

以及要多大的力氣才能夠找到這本書，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都是為了證

明這本書的重要性與價值。

進到上海教堂藏書的地方，龍福華有了可以和情報之書互動的機會。由

於那書被放在精美的玻璃櫃裡，參訪團一行人只能隔著玻璃觀看，現場導覽

介紹這一本書蒐集紀錄傳教士在華假藉宣教之名從事間諜活動的各種資料。

龍福華一聽覺得很稀奇，等人群要走到別處他就走慢一點故意落隊，趁機上

前去仔細瞧瞧，見到玻璃櫃裡的書是打開著的，打開的那一頁清清楚楚地寫

10　 Joakim Enwall （1994）認為傳教士顯然熟悉這種說法，卻沒有任何制止這種說法的跡象，說明

當時傳教士為使聖經能被阿卯接受，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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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句話：「與其在中國辦軍營，不如在中國辦教會，更為容易；與其在中

國內地辦教會，不如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辦教會，更為容易」。龍福華回

憶，這句話對他有如棒喝，原來外國傳教士只是利用阿卯的愚昧，給阿卯創

造文字、翻譯聖經、教導真理都只是假裝為阿卯好，藉以取得信任偽裝成阿

卯的朋友，實際上是他們把阿卯的方方面面都記錄下來做為情報，藉此協助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當他發現這個秘密之後，瞭解到原來基督教就是一場騙

局，為阿卯創造的文字只是傳教士的詐騙工具，從上海回來之後，龍福華就

不信上帝了。

龍福華對他如何發現「情報之書」所做的精彩描述，投射出一個與基督

教並駕齊驅的真理語境，這本藏在大教堂裡的書吸引他、呼喚他去發現那個

天大的秘密，接受呼召的龍福華從那本「情報之書」得到啟示，瞭解到宣教

士的真正意圖，進而轉變成無神論的信仰者和宣傳者。在這個真理語境裡，

帝國主義標籤取代基督教標籤重新定義文字、聖經和教會的意義：前者都指

向傳教士的「壞意圖」（bad intention），後者則是指向傳教士的「好意圖」

（good intention）。如果說宣教士的善意和身體力行是雲南部落人群接受基

督教的主要原因（T’ien 1993），那麼發現宣教士的壞意圖標記著從信到不信

的重大轉折。從上海回到洒普山之後，發現真相的龍福華認識到教內改革無

濟於事，轉而為信徒拆穿宣教士的假面具。

（二）拆穿騙局

Bambi B. Schieffelin （2000）在探討Kaluli的文字與社會文化變遷的文章

中，面對基督教帶來的巨大變革，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她問：宣教

士翻譯的Kaluli聖經或者教材，不只是文法語言錯誤百出，還自創了許多說法

和詞語，這樣的文本為什麼會受到歡迎？Kaluli人讀到錯誤百出的文本為什麼

還會相信基督教呢？Schieffelin 似乎早就看穿，西方傳教士總是被他們自己

的語言意識形態綁架――他們會因為這些語言錯誤而感到尷尬，擔心自己被

土著看扁，又以同樣的理由貶低土著的書寫技術。11換個角度這個問題一點也

11　Joseph Errington（2010）在Linguistics in Colonial World書中，就用了很多的篇幅討論這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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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尷尬，Kaluli人只是用他們認為對的方式來對待這些文本，他們之所以因為

這些文本而改信基督教，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文本值得這樣的對待（Keane 

2014）；同樣地，假如Kaluli人不再認為這些文本值得被這樣對待，他們也不

會因為這些文本就改信基督教。

當龍福華發現宣教士的壞意圖之後，宣教士、基督教、聖經這些都不再值

得相信；揭穿騙局，就是用「否定」的方式來對待那些不值得被當作是真實來

對待的世界，否定的對待方式，當然包括各種「批判」的革命手段，最激進的

消滅行動表示框格文字已經失去它的符號價值（semiotic value）。在訪談中龍

福華用一套精闢的俗民語言學（folk linguistics）見解來否定框格文字的符號價

值，幽默風趣的描述，連在場幾位曾經身歷其境的老信徒都笑了，他們儘管不

同意這位老人叛教的作為，卻也無意駁斥這位老人的語言學見解：

57年時候中央民族文化宮[中央民族大學]來一個叫做王德光到我家

在一個月，專門研究苗族文字。⋯⋯最後他要回北京，他要跟我

說：龍大爹你把你們的苗文敘述一段給我分析一下。我說：我倆個

談話就是說苗文了，你可以分析了嘛。他又說不是不是，要敘述一

件事。那時候我是我們村上的社主任，那麼我把我洒普山這個社從

頭到現在回報給你聽。他說好好好。他說不要有任何改變，要帶著

漢話也可以帶，不帶漢話也可以帶。我講了以後，他拿著一個拉丁

文的打字機，嗒嗒嗒嗒，我講完了以後他就打好了，打好了以後他

就唸給我聽該合。唸給我聽的就是一模一樣的，都合了吧。所以我

問他，我說，你們人研究苗族文字，做為這個你怎麼說？他說要說

苗族文化，根本的苗族文化，最追求的還是你們洒普山，你們發音

最純。但是究竟要用漢文還是苗文呢？看起來你們洒普山的苗族有

百分之四十的漢話，說一句話講一個故事都是要帶百分之四十的漢

話，百分之六十的苗文[話]，很快你們很快就要變成漢族。所以專

門要編你們苗族文字也可能怕不適用。實際上也就是這麼一句話。

（龍福華訪談，200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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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儘管漏洞百出，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龍福華和阿卯語言學家王德光的

對話是虛構的，不過做為一個草根知識份子，龍福華回憶一件曾經發生過的

事，更多是為了描述一個重要的概念。在這一段虛擬對話裡，最精彩的就是

王德光用拉丁苗文的打字機，把龍福華的匯報「一模一樣」的打印出來，而

且還能覆述，最後得出一個「洒普山的阿卯講話挾帶一半漢語」的結論。王

德光是阿卯苗文拉丁化最重要的推手，他使用的打字機可以用拉丁字母拼

寫苗語和漢語，龍福華藉王德光的語言學專業說出他對阿卯語言和文字的認

識：洒普山阿卯的語言，既不完全是苗語也不完全是漢語，根本不需要借由

拉丁苗文的幫助，洒普山的阿卯就能夠很容易地從苗語過渡到漢語。

在這個可能是虛構的對話之中，龍福華的俗民語言學巧妙的將拼音文字

的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從日常生活的真實經驗，檢驗框格文字

的真實性。首先，通過字母對語音的模寫機制，指控框格文字的介入對阿卯

語言的進化造成不良影響。儘管基督徒宣稱傳教士創制框格文字是為阿卯找

回了丟失的文字，對洒普山的阿卯而言，框格文字根據的是石門坎語音，他

們也只能是「猜著讀」。根據龍福華的俗民語言學，如果框格文字不能精準

的描寫滇北阿卯講的話，那麼構成「好」文字的條件就已經不成立。再者，

龍福華用語言學家的評估證明滇北阿卯的口語已經有一半漢語，甚至身體力

行推動中文掃盲證明阿卯不需要拉丁苗文就能學好中文。言下之意是：如果

滇北阿卯能夠輕易掌握中文，用中文學習新的知識，那麼框格文字反而限制

了阿卯語言和漢語的融合，不僅阻礙發展也破壞民族團結。

事實上，早在文革開始之前，龍福華和他在武定縣文教科任職的兄長

龍福義，就已經投入許多的精力推動掃盲，滇北阿卯基督徒儘管不同意兩人

在文革期間各種攻擊教會和基督徒的革命行動，卻也同意兩人對中文掃盲的

貢獻，尤其是在集體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別的地方都在搞運動辦政治學習

班，龍福義和龍福華就已經在公社裡以生產大隊為單位推動掃盲教育。洒普

山的潘執事當時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形容那個時候「白天搞生產大躍

進，晚上搞學習大躍進」，這話聽來有些戲謔，卻也肯定了龍福華對阿卯語

言發展的自信。在一次的訪談中，我問龍福華文革期間都不准用苗文，到處

寫滿中文的革命標語，群眾們看得懂嗎？龍福華給了我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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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他說：「我們苗族百分之七、八十都懂中文，看得懂的。」這個看似

極度誇大的回答反映當時的「學習大躍進」，提升苗族的文化水平必須揚棄

苗文，只要揚棄苗文接受中文，文化水平也就在高速前進的路上。

（三）揭露惡行

從龍福華的口述，我們完全可以瞭解到框格文字已經不只是在王輔世評

估中的那種「有缺陷」的文字（王輔世 1952：87-91），而是根本不應該存在

的「不道德的」文字。宣教士用框格文字虛構阿卯語言，用聖經和讚美詩歌

這種基督教語言控制阿卯的語言溝通，因此，這種文字的存在導致阿卯一直

沉溺在某種錯誤的生活倫理與價值觀之中，不只侵害到阿卯的過去與現在，

也威脅到阿卯未來的生存和發展。當文字被賦予如此大的道德重量，對框格

文字的全面否定，也將對宣教士與教會事工的評價從讚譽推到毀謗。

在傳教士羅織的騙局裡，框格文字不但不能打開阿卯的眼界，反而迷惑

且囿限阿卯的視界，傳教士企圖通過框格文字截斷阿卯與外面知識的接觸，

要是阿卯只懂框格文字，所有外邊的知識就只能通過教會媒介，阿卯就不會

發現傳教士的陰謀，也就不會背棄基督教。事實上，對框格文字的重新認識

反映阿卯的能動性，往往是標記教會分裂的重要轉捩點，內地會不同時期的

異議者，都是以追求更高智慧和學識合理化對傳教士的批評。龍學聰曾擔任

洒普山恩光小學校長，在他記錄的〈洒普山教會與學校史稿〉（年代不詳）

中，解釋為什麼洒普山的宣教士不讓阿卯外出讀書：「1943年葛牧師在即將

回國前，在洒普山教堂禮拜集會上說：『你們苗族若要讀中學，讀大學，穿

皮鞋戴洋毯帽，不能驕傲，驕傲是進不了天國的。想當初你們不曉得福音，

就如寒冬之蛇。我奉基督差遣來教化你們，如同將凍蛇暖於懷，殊不知當凍

蛇甦醒後，反咬主人一口。』這事以後教會辦的各學校就只能誦讀聖經和讚

美詩的，不敢鼓勵外出讀書。」儘管龍學聰的紀錄不知出處為何，我在田野

調查中發現這個說法其實相當普遍，這種說法常被用來證明那些排斥國家介

入、排斥發展的基督徒是被宣教士洗腦太深的無知群眾。

文革期間，也就是反教運動最激烈的那幾年裡，「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基督教」、「打倒耶穌」的口號鋪天蓋地，對基督教的控訴，總是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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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宣教士的邪惡意圖，指控他們扭曲阿卯的世界觀、阻止阿卯的發展，而

宣教士的邪惡甚至也表現在他不檢點的生活方式之中。否定宣教士人格最激

烈的控訴，是與阿卯女學生的不正當接觸，相關的說法各式各樣。滇北阿卯

當中最有名的愛國牧師王有道，12在他兒子王漢哲寫作的《家譜錄》（年代

不詳）手稿中，記錄數起在洒普山小學就學時與宣教士的衝突事件，有偷看

科學書籍被宣教士禁止、身體不舒服喝藥酒被傳教士污衊、仗義執言卻蒙受

不白之冤等等，其中最嚴重的衝突也是他離開內地會的導火線，是偷窺宣教

士與女學生的單獨相處，宣教士惱羞成怒將他退學逐出教會。關於宣教士與

女學生的傳言，民間流傳更多誇張未被證實的說法，甚至成為文學創作的資

源，知名的阿卯作家朱文光（2007）在《百年探路曲》這套以鄉野軼事為藍

本的歷史小說中，描寫宣教士與女學生的愛情故事，最終以女學生被逼婚向

宣教士求援、宣教士逃避責任辜負真心、女學生心痛自殺的悲劇收場。13

從龍福華自訴的叛教歷程，可見帝國主義標籤的指向性如何連結框格文

字與革命行動中所涉及的倫理與政治判斷，在革命的話語中，框格文字的缺

陷具體化對傳教士的道德控訴；對傳教士的道德控訴中，又不斷強化框格文

字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文字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根據龍福華的說法，這樣

的革命行動已經不只是為了反對基督教而已，更是為了在阿卯群眾當中推動

一場「去基督教化」的俗世革命。早在文革之前龍福華和龍福義等激進的改

革者，就已經在阿卯基督徒當中推動世俗化，文革時期的政治鬥爭儘管導致

各種非理性暴力，暴力非但沒有造成俗世革命的道德危機，反而因為文字道

德性的崩潰將反教立場推向道德高點。

12　 王有道在20年代末期離開內地會，於1928年成立「自立教會」，後發展成為有數千名追隨者的

教會組織，被視為是阿卯教會的分裂者，與傳教士的衝突卻也讓他成為有名的愛國牧師。

13　 事實上，這些控訴並沒有因為文革結束而煙消雲散，反而成為主流的非基督教歷史敘事，頻繁

的出現在各種文獻與口述歷史記憶當中。熟悉阿卯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歷史的研究者，大概很難

不注意到阿卯非基督徒的歷史敘事，對洒普山內地會宣教士的評價，與對石門坎循道公會宣教

士或者葛布內地會宣教士的評價，竟然是如此天差地別。評價的差異與其說是反映宣教士與教

會角色的差異，更應該注意到，對革命運動的不同闡釋，反映著不同的人群歷史，在不同地區

的阿卯社群，所經歷的政治與社會過程也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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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後，國家糾正「極左思想」的路線錯誤，幾年之間，不僅「平

反」右派，也平反「民族」。從民族的角度來看，「極左思想」對社會主義

的錯誤認識，衍伸出「民族語文無用論」的錯誤路線，對民族語言與文化

的發展造成傷害；因此，恢復民族政策的首要任務是恢復使用民族語言與文

字。14與此同時，地方上也很快地就出現為框格文字恢復名譽的各種呼籲，15

不僅肯定框格文字與阿卯之間有一種被稱之為「傳統」的內在（intrinsic）

聯繫，也肯定「老苗文」過去曾經為阿卯發展做出貢獻。在公共領域中，

對框格文字的稱法也有了明確的改變，不再把框格文字稱做是「帝國主義

文字」，相較之下，「老苗文」這個名字卻很頻繁的出現。閻幽然（Enwall 

1994: 143-148）也注意到改革開放初期，研究者和阿卯知識份子似乎刻意迴

避使用「柏格理苗文」這個名稱（比如：楊忠德不可能不知道「柏格理苗

文」這個名稱，卻刻意寫成「波拉苗文」）。從框格文字的符號價值來看，

「老」代表著不合時宜的傳統與改革的必要，16這個文字標籤不只重新定義框

格文字與阿卯的關係，也引導修正框格文字的連鎖反應，進而帶來了重新設

定俗世政治的方向性與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期間消滅帝國主義文字的積極分子，反倒是促成框格

文字回歸民族公共領域最重要的推手，他們轉身呼籲平反老苗文、肯定它的階

段性貢獻，並且積極推動改造老苗文的語言計畫。若因此指控這些曾經的革命

分子是機會主義者其實有失公允，誠如龍福華所言，他追求真理的立場從未改

變，在阿卯當中推動革新的信念也從未動搖，對和他一樣的改革支持者而言，

儘管過去對框格文字的錯誤認識導致錯誤行動，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後隨即發動

框格文字的改革計畫，正因為框格文字的回歸已經造成實實在在的道德焦慮，

也因此對「老苗文」的改造是勢在必行的改革。下一個小節，我將場景拉回到

14　 〈雲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全委（擴大）會議的報告〉，1981年9月29日印發，

雲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苗文源流》中有完整的複印本（苗文源流編寫組 2017：188-197）。

15　 「有的親自給國務院和國家民委寫信」要求平反「老苗文」，甚至連雲南省民委都跳出來發表

《苗族人民要文字》的公開聲明，都是強調老苗文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在過去曾經為阿卯發展

做出鉅大的貢獻等等（同上引：217）。

16　 感謝陶紹虎老師讓我注意到「老苗文」這個說法，其實也是從適用性來否定柏格理文字的命名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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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深入了解框格文字的回歸對改革者到底意味著什麼？又是什麼

樣的道德焦慮，導致對框格文字的改革必須立即進行？

四、平反：老苗文回歸的道德難題

1981年楚雄州民委用很短的時間，就將改進與完善老苗文的想法付諸實

現，甚至在「雲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尚未對改革開放後民族

語文工作提出正式宣告，楚雄州民委就已經在五一勞動節當天，召集15位滇

北阿卯知名人士，龍福華也在其中，在武定縣城召開第一次苗文改革工作會

議，17會議通過啟動「完善老苗文」的改革計畫，並且指派張志輝和潘學德

規劃改革方案。同年8月初，楚雄州民委又召開第二次會議，除了前述15位以

外，改革擴大會議總共有45位阿卯知名人士參加，包括：龍約翰牧師等幾位

基督徒代表、昭通、曲靖滇北以外地區的阿卯代表，會議針對張志輝等人提

出的文字方案進行討論，最後決議將這個文字方案命名為規範苗文並提交省

民語委審定，同時也指定張志輝等人著手編寫規範苗文教材。18緊接著8月底

召開規範苗文教材審察會議，10月底印製2500本的規範苗文教材分送楚雄、

昆明和昭通等地部分苗寨，11月舉辦首次規範苗文師資培訓班（苗文源流編

寫組 2017：87-93）。規範苗文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就在滇北正式上路，改革列

車全速前進，從掃盲到雙語教學，規範苗文挾行政資源的極大優勢，強勢進

入滇北阿卯社群當中。

根據官方說法，規範苗文是民族工作對阿卯文字需求的具體回應。閻

幽然認為，提出規範苗文的楚雄州民委，應當是受到自1978年就開始進行的

「規範彝文」工作的影響，可說是將「規範化」工程具體落實到苗文改革的

17　 根據武定縣文化局的張明慶和朱憲榮於1999年的發言稿，規範苗文的出現最積極投入的人有：

龍運澤、龍福華、龍福義、龍德義、張志輝、張志宏、潘學德、張樹榮等。其他如：王建才、

王盛英、朱明科、王漢哲等等，也都是經常出現在各種文字會議名單的規範苗文代表。

18　 雖然在1981年8月10日由楚雄州民委主辦的座談會，有龍約翰牧師等幾位基督教代表參加，他們

的出席與其說是對其基督教身分的肯認，不如說是對其基督教身分的剝奪，基督教代表在整個

規範苗文的改革行動當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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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的嘗試（Enwall 1994: 160-161）。然而，考慮到文革前後阿卯的文字

情況，規範苗文這款高速前進的改革列車，不僅衝撞行政程序，也衝撞文革

前的文字共識，至少有兩個重要跡象顯示規範苗文並非單純只是執行國家意

志的文字改革：

第一個跡象是關於語言文字政策的一致性與延續性。儘管在1956年的貴

陽會議，來自各地的阿卯代表已經取得共識，同意以拉丁苗文取代框格文字

作為滇東北苗語（阿卯語）的文字試行方案，1981年夏天貴州威寧和雲南楚

雄這兩個最重要的阿卯區域，都在召開會議商討阿卯文字問題，又分別做出

各自的共識。5月1日楚雄方面的「與會同志一致決議繼續使用老苗文，在緊

緊抓住老苗文的基礎上，改進完善一套較規範的苗族文字」（苗文源流編寫

組 2017：87、343）；6月22日威寧方面則是做出「以老帶新」――以老苗文

引導誘發拉丁苗文的學習動機――的決議，推出以老苗文註解新苗文的識字

教材、開辦培訓師資，逐步從老苗文過渡到拉丁苗文（同上引：342）。同一

個語言社群（阿卯），有相同的拼音文字傳統（框格文字），卻在兩個地方

政府民委（貴州威寧與雲南楚雄）的主導下，同時推動兩種文字方案（規範

苗文與拉丁苗文），這對當時急於重建文字傳統的阿卯文化愛好者而言，簡

直就是雙方互扯後腿、破壞文字統一。

貴州威寧和雲南楚雄兩造的衝突越演愈烈，甚至還驚動中央民委，基於

對地方行政權與民族語言文字自決權的尊重，中央也不好動用行政權威直接

介入解決爭議，在中央民族大學就職的阿卯苗文專家王德光，銜命前往楚雄

與威寧瞭解情況。石門坎出身的王德光在威寧方面的阿卯當中頗負聲望，只

是王的專業與聲望也無法說服楚雄方面的改革支持者放棄規範苗文。1983年

初在王德光主持的會議上，楚雄代表甚至批評拉丁苗文是受到「極左思想」

的不良影響，一味地將老苗文急忙推向拉丁化文字是導致苗文工作停滯不

前的原因（同上引：327）。儘管「新老文字」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並不少

見，19因改革問題而針鋒相對，甚至不顧行政倫理，刻意挑起貴州與雲南兩省

衝突的做法還真是少見。

19　 關於「新老文字」問題的討論，在〈雲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全委（擴大）

會議的報告〉（1981年9月29日印發）中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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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跡象是主管機關雲南省民委曖昧不清的態度。在中國可用於正式

出版品的印刷文字，必須是被官方所認可的正式或者試行文字方案，規範苗

文的銅模能否順利啟用，關乎規範苗文在法理上的正式地位。1983年楚雄州

民委正式向州政府上報「關於製作苗文銅模字的請示報告」，當時的州長普

聯和批示：銅模由州民委決定，經費由民族事業費支出（同上引：93）。此

舉意謂著楚雄州政府承認規範苗文乃滇東北苗語的試行文字方案，州民委的

省級主管機關對製作規範苗文銅模的態度就頗耐人尋味。1982年10月雲南省

語委發給楚雄州民委一封「措辭奇特」的信，委婉表達省語委對規範苗文工

作的支持（同上引：333）。茲將信件內容摘錄於下：

楚雄州民委：

你委根據州委和州人民政府的決定和指示，積極開展苗語文工作，

編寫了苗文識字課本第一冊，並準備交武定印刷廠，我們完全支

持。望你們繼續努力，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搞好苗文的推行

工作，為貫徹黨的十二大路線和搞好苗族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進一

步做出成果來，並把經驗告訴我們，以便我們學習。

雲南省語委

1982年10月13日

這封信寫在楚雄州民委向州政府正式提出「製作苗文銅模字」的請示報

告之前，上級行政單位對下屬單位的建議不發公文而以信件的方式，非正式

表達雲南省語委對楚雄州民委推動規範苗文工作的堅定支持，美其名是尊重

自治州政府的自治權，尊重其選擇與使用民族語言文字的決定權，卻也顯示

雲南省民委刻意迴避在規範苗文與拉丁苗文的衝突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至少在80年代初，雲南省民語委儘管支持卻未介入，任由楚雄州政府來主導

規範苗文的改革工作，20在自治權的保障下，儘管滇東北昭通地區的阿卯極力

20　 這種情況在1988年以後獲得改善，雲南省在境內擴大推行雙語教學，將規範苗文以試行方案的

方式，推廣到全境阿卯地區，只是離開雲南省，規範苗文的推廣就失去法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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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21卻也無法阻止楚雄州政府核准以規範苗文作為滇東北苗語的試行文字

方案。

那麼楚雄州民委為什麼甘冒如此大的行政風險，和可預期的反對聲浪強

行推出規範苗文呢？從1983年當時的州民委辦公室主任張樹榮寫給規範苗文

的推動者張志輝和龍沛思的信或可看出一些端倪。信中指出：

我們還向王德光老師提出不少推行完善老苗文的理由。如：苗族群

眾說「我們是等燒不等煮了」，說明苗族群眾十分迫切需要文字，

老苗文容易學會，改進完善的老苗文容易推行；二則根據信教群眾

願望用老苗文出版的《聖經》[實為《新約聖經》]，可能在不久的

將來就會面世，據龍牧師講在雲南就可能發行5萬冊，所以推行完善

老文字符合我州的實際情況，有利於我州苗族內部的團結。（苗文

源流編寫組 2017：327）

在這封信裡，當時的州民委主任張樹榮特別提到至少五萬冊的框格文字版的

《新約聖經》即將發行，「所以推行完善老苗文符合我州的實際情況」。事實

上，自1978年教會開放後，滇北阿卯教會就以極大的熱忱開始文字事工，動員

詩班抄寫拓印詩歌本、新約聖經節錄和福音書籍，陽春一點的使用複寫紙抄

寫，有些教會甚至備有油印機器大量印製。根據阿卯牧師於1994年的非正式統

計，1980年代初期滇北阿卯教會自行油印的框格字書籍就有二萬冊左右，1985

年省基督教兩會重印1936年版本的框格字《新約聖經》和《頌主聖詩》總數高

達十二萬冊，往後幾年又多次重印，90年代滇北阿卯教會流通的框格文字讀本

21　 昭通地區的阿卯儘管隸屬雲南省管轄，歷史上與黔西北威寧專區的部分阿卯同屬循道公會的石

門坎教區，對文字改革一向有相同的立場，不僅拒絕使用規範苗文，更多次以具體行動要求雲

南省民語委撤消以規範苗文作為滇東北苗語文字試行方案的決定。據我所知要求撤銷規範苗文

的呼籲至少有兩次較大行動，一是在1999年的苗族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中，由滇東北與貴州阿卯

共同發出的撤銷規範苗文、回歸拉丁苗文的陳情書；另一次是在2008年由彝良王建明所主筆的

陳情書，針對《苗漢詞語對照總匯》（王應學 2008）的謬誤，以規範苗文不科學、不規範為

由，提出撤銷規範苗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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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高達二十萬冊。22教會復興衍生大量的文本需求，23這股需求顯然對俗世

運動的支持者造成極大的道德焦慮，即便肯定老苗文的貢獻，框格文字仍舊背

負著帝國主義文字的汙名，框格文字的缺陷仍舊會阻礙阿卯語言文化的發展，

假若無視教會龐大的文本需求，框格文字勢必大量流通，也就有了帝國主義復

辟的疑慮，對阿卯語言文化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考慮到後果的嚴重性，框格

文字讀本的需求越大，對框格文字的改造也就越加迫切。

從老苗文的強勢回歸看80年代的教會復興，儘管教會方面歡迎這樣的轉

變，卻也不得不面對框格文字的缺陷弱化阿卯教會的政治現實，在開放之初

甚至出現一些現在看來似乎是匪夷所思的情況。比如，不少在文革期間支持

革命行動的積極分子，因為他們的基督教背景，在開放之初被委以重任加入

恢復組建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籌備工作，龍福華甚至還擔任武定縣三自愛國

會的首屆副主席。可見當時支持文字改革的俗世菁英（多以民族文化愛好者

自居），相當程度的掌握了改造阿卯基督教的話語權。不僅如此，1980 年代

初期的文字改革，在規範苗文與拉丁苗文的爭議當中，幾位滇北教會最具聲

望的阿卯教牧，也紛紛表態支持規範苗文的改革計畫，與在文革當中推動俗

世革命的積極份子唱和民族團結，組織教牧參與改革會議和規範苗文培訓，

在一些教會也陸續出現規範苗文版本的詩歌本，只是基督徒社群的反對聲浪

也相當激烈。甚至在1980年代末期，滇北阿卯教會自行籌組苗文聖經翻譯小

組，其中不乏多位已經離開教會的阿卯菁英，理由是他們的苗文比較好，知

識水平比較高。

從規範苗文的推出來看80、90年代阿卯教會的尷尬處境，可以想見的

是，三自教會裡的現實主義者，企圖以一種「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的

俗世主義論述，合理化阿卯教會進入國家體制的政治參與。然而，參與民族

22　 框格字《新約全書》和《頌主聖詩》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教會與聖經公會首次合作印刷的少

數民族文字聖經，首開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與國際基督教社群正式合作的先例，此例一開，來

自各地的公開與地下捐款源源不絕，直至今日框格字的文字工作，仍舊是基督徒社群中最重要

的福音事工。關於1990年代的流通情況，參考〈王忠林牧師手稿〉（王忠林 1994）。

23　 關於70年代到80年代之間，滇北教會的復興運動，我在〈殉道、復活與文革時代〉（2022b）文

中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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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領域儘管能夠提升阿卯教會的能見度，進而促成各種資源與資訊流進村

寨教會，有效地推動阿卯教會的靈命復興，包括神學教育、教堂改建、詩歌

操練等等；被捲入族群改造論述的阿卯教會卻也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落後

的主體性也毫不留情地威脅阿卯基督徒的倫理生活。教會的尷尬處境引發信

徒對「俗世主義」的種種疑慮，教牧與菁英共同參與教會改造的路線也在90

年代從教會裡消聲匿跡。

以「規範苗文」取代「老苗文」是否如張樹榮信中所言「有利於我州[楚

雄州]苗族內部的團結」呢？我所理解的「內部團結」，指的是團結信教群眾

與非信教群眾。在過去幾年當中，我曾向數位直接或間接參與文字改革的當

事人提出我的疑問，卻從來沒有能夠獲得正面答覆，只是拐彎抹角的重複改

革敘事，輕巧的說說老苗文的普遍性、群眾需求的迫切性，以及老苗文的缺

陷等等。我也曾經數次旁敲側擊的詢問，推動規範苗文的考量是否與文革後

期滇北阿卯基督徒社群的復興運動有關？規範苗文的支持者認為，改革老苗

文只是回應阿卯的文字需求，完全無視有強烈文字需求的阿卯群眾也就是信

教群眾的文字現實；基督徒將框格文字的大量流通歸因於平反老苗文，有些

甚至認為規範苗文的出現全都是因為改革者敵視基督教，刻意推出規範苗文

阻止框格文字的流通，完全無視改革者改良框格文字缺陷的好意圖。

事實上，也就是在這種答非所問的尷尬時刻，我開始瞭解到規範苗文

與柏格理文字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前者是共和國阿卯的民族文字，後者是

基督教阿卯的專屬文字。儘管改革老苗文的規範化工程，與阿卯參與後革命

時期的國家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以規範苗文取代老苗文有利於促進阿卯內

部團結，這種說法可能只是規範苗文的改革願景，不反映阿卯文字的現實情

況。基督徒對此的回應，反倒凸顯參與國家的政治過程，成就的一種排他性

的團結――要成為阿卯首先必須先是非基督徒。從「帝國主義文字」到「老

苗文」，符號標籤的轉換給文革期間框格文字的破壞者提供一個華麗轉身的

空間，搖身一變成為框格文字的改革者，積極參與規範苗文的推動工作，換

一種方式實現阿卯「去基督教化」的俗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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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革：重建文字道德性的規範化工程

滇北的改革支持者對拉丁苗文的否定，展現出重新定義阿卯文字的企

圖。對框格文字的規範化，涉及到兩個層次的意識形態操作：從語言計畫來

看，理論上要彌補框格文字的缺陷，必須得要將文字與口語的關係穩定下

來，作法上規範苗文採取與拉丁苗文不同的路徑。拉丁苗文根據的是50年代

提出的標準化理論，通過「標準音」來限定口語與文字的關係，規範苗文根

據80年代提出的規範化理論，通過「正字法」來限定文字與口語的關係；

前者著眼於文字對語音的再現功能，以石門坎的口語作為滇東北苗語的標準

音，通過教學將標準苗語推廣到各地阿卯當中；後者著眼於文字形態的改

造，以文字作為一種書面交際工具，通過正字法將文字形態、拼寫與詞彙固

定下來（王輔世 1984）。從文明計畫來看，把落後的框格文字變成進步的規

範苗文，涉及到如何在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價值體系（value scheme）中重新

定義框格文字的符號價值，根據Asif Agha的說法，對框格文字的「定值化」

（valorization）同時也是對文字道德性的重建（2003：231-232），這也意味

著，將帝國主義的基督教文字打造成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民族文字，不僅要去

除框格文字的帝國主義色彩，更重要的是在框格文字中彰顯阿卯性與社會主

義共和國的倫理價值。

這個小節旨在闡釋改革支持者如何通過規範化，重新定義所謂的俗世運

動的內涵，規範苗文對框格文字的改革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操作：

（一）溯源――為框格文字找到阿卯起源：改革開放後，在一片恢復舊有民

族特色的復興浪潮下，框格文字的外來性反倒成為建構其阿卯性的障礙。自

上個世紀的30年代以來，石門坎的阿卯知識份子就十分熱衷於框格文字的

阿卯化，也越來越不滿將創制框格文字的功勞全都歸給柏格理，轉而歌頌阿

卯人士的貢獻，比如：強調楊雅各作為發音人的角色，張約翰對柏格理的啟

發，以及框格文字所具備的阿卯文化元素等等，40年代末期已經形成一套頗

為穩定的說法，強調框格文字是傳教士和阿卯先輩共同揣摩衣服紋飾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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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所創作出來的字符（王建光 1938）。24

圖1　 楊忠德在〈滇東北方言區老苗文的創制及改革情況〉（1984）引用王明基和楊榮新兩位老先生
整理記錄的古苗文，左邊是則嘎老時代量天測地用的苗文，右邊是娥贊苗文。

圖2　 潘學德在雲南祿勸縣漢尋甸縣收集，右邊圖片是巫師占卜用字符，左邊圖片婦女用來紀錄姙
娠、生日、取名及婦科藥物的符號。（苗文源流編寫組 2017：17）

解放前阿卯知識份子對框格文字的阿卯化，為80年代老苗文回歸民族

公共領域提供重要的合法性資源，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多強調阿卯人士的貢

獻，後者更進一步強調老苗文與古苗文的連續性（見圖1和圖2），以親緣

關係來理解老苗文和古苗文在形體上的相似性，訴求苗族母親的純正血統能

夠為老苗文洗清洋血統的原罪、回歸苗文的本來面貌，以及「不忘本」的美

德，在幾乎每一次針對規範苗文與拉丁苗文哪一種「好」的爭議中，訴諸與

苗族母親的親緣關係都能夠有效地拉抬規範苗文的道德高度，溯源語境直到

24　 同樣的說法對「規範苗文」是個助力，對「以老帶新」就成為負擔。為此，1983年石門坎中學

校長楊忠德拉丁苗文的改革者為此發表研究論文，駁斥老苗文的原型是苗族古老文字的說法，

重申老苗文是傳教士挪用克里（Cree）文字符號的全新創造，藉以說明改制阿卯拉丁苗文並不

存在背離阿卯性的疑慮（王輔世 1952；楊忠德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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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依舊是建構阿卯性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操作。25

（二）正名――限定框格文字專屬共和國阿卯的民族文字身分：儘管框格文字

的創制能夠與阿卯性產生實質上的連結，數十年的使用履歷卻鮮少能夠溢出

基督教的範疇，至少在1949年以前，所有框格文字的出版品全部都是基督教文

書，與留下來的手稿，除了張道惠與王明基所搜集的詞彙、古歌和民間故事

以外，幾乎都離不開教會生活。261951年有張有倫和楊榮新等幾位石門坎的阿

卯知識分子，在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民委會的指示下，使用改良版的框格文字

翻譯（見圖3）包括《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內的

國家文書，27這些翻譯文件，不

僅內容闡釋共和國的核心價值，

文字本身也獲得了國家領導的認

可，根據前石門坎中學校長朱煥

章的女兒朱玉芳回憶，「鄧小平

政委也很關心石門坎的苗文翻譯

工作，曾多次到工作地點探望他

們[指張有倫和楊榮新]，歐百川

將軍（後任貴州省副省長）看

後，也很高興的說，苗族有這樣

一套文字，很了不起。」（苗文

源流編寫組 2017：334）

25　 在1999年雲南苗族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中，來自楚雄與昭通的與會代表用苗文怎麼「好」的論述

來支持自己的文字選擇，文字的好反映人應當有的美德。來自昭通的朱明良代表說：「我雖然

老了，但允許我做選擇的話，在我面前站著的三位姑娘，我一定要選擇最新的那位姑娘。」來

自楚雄的羅志興代表也說：「聽了朱老師的一席話，反映當今社會確實有喜新厭舊的情況。但

一個人決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如果允許我做選擇的話，我當然要選擇緊緊地與他母親站

在一起的那一位姑娘。」（楚雄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 2005：62）
26　Joakim Enwall（1994）在附註中，有目前最完整的柏格理文字相關出版與手稿目錄。

27　 儘管在訪談中許多人都提到1951年苗文翻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者不詳 
1951a）的框格文字版本，但我並沒有見到過這份歷史文件；與此類似的歷史文件，只有見過

〈對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作者不詳 1951b）。

圖3　 1951年改良版的框格文字翻譯〈對於天主教基
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圖片取自《楚雄苗族
史略》（2005：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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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改良版的框格文字，指的是1950年由石門坎中學校長朱煥章召集

各地阿卯知識分子，共同制訂的文字改革方案，這套方案在革命浪潮中被遺

忘，直到1980年代才又再度受到重視。根據規範苗文改革大事記的紀錄，

從1981-1982年總共召開六次討論會議，都會提供前述的翻譯文件給與會者

參考，提出規範苗文方案的兩位主事者――張志輝和潘學德當年也曾參加改

良文字會議，張志輝也不諱言地表示，規範苗文是以改良版的框格文字為基

礎，比如：字（morpheme）的組成中子音、元音與聲調的書寫位置、語音結

構中的音位（phoneme）與聲調（tone）等等，凸顯規範苗文是社會主義共

和國所認可的表達形式。

權威文本之於框格文字的道德重建，重要性在於「正名」（naming）之

後能夠產生的一連串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符號效應。改革開放後，消滅帝國

主義文字的激進分子轉身成為推動規範苗文的民族文化愛好者，改革支持者

的身分雖然轉變，推動俗世革命的立場卻是延續性的，這也意味著文字改革

需要另一個文字道德性的權威來源，與帝國主義劃清界線，避免因帝國主義

標籤的刻板印象而受到連累。規範苗文是《共同綱領》等國家文書的文字，

框格文字是《新約聖經》等基督教文書的文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標籤

取代「帝國主義基督教」的標籤成為框格文字的新命名。國家文書承載社會

主義共和國的倫理價值，對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美好想像也取代對帝國主義的

邪惡想像，這樣的文字不會是做壞事的工具，也就不再是不道德的文字。

（三）完善――擴充與改進書寫系統與拼音規則：改革者一向將規範苗文視

為延續前人的未竟之功，從1950年石門坎的改良文字、1956年的拉丁化改革，

改革的方向是逐漸拉近存在於口語和文字之間的巨大差距，拉近差距的努力

主要表現在增加音位與聲調：1915年《新約聖經》的老苗文有18個聲母、14

個韻母、4個調位；1936年《新約聖經》的老苗文，增加鼻音符號和雙韻母符

號；1950年增加喉擦音和沉降音兩個輔音符號，同時將聲調符號從4個調位增

加到6個調位（Enwall 1994: 185-188）；根據《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

彙刊》，1957年貴陽會議通過的拉丁苗文用26個拉丁字母描寫55個聲母和21個

韻母，聲調大幅增加到10個調位（貴州省民族語言文字指導委員會 1957：153-

164）；規範苗文則是一個有107個聲母、36個韻母和8個聲調的龐大系統，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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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框格字符增加7個聲母符號、23個可兼用於漢語借詞的雙韻母符號，並

且保留濁音、擦音和鼻音符號（見圖4），楚雄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 

2005：50-60）。

表2　比較三套文字方案的語音系統
聲母 韻母 聲調

老苗文* 32 37 6

拉丁苗文** 55 21 10

規範苗文*** 107 41 8

*1950年《新約聖經》（ ）（Enwall 1994: 185-188）。                                                製表：黃淑莉
**1957年貴陽會議通過的滇東北拉丁苗文（貴州省民族語言文字指導委員會 1957：153-164）。
***根據《楚雄苗族史略》所記錄的申報用規範苗文方案（楚雄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 2005：
50-60）

圖4　呈報國家語委備案的滇東北次方言規範苗文方案（楚雄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 2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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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宣稱規範苗文的語音系統之所以如此龐大是承先啟後的緣故，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發現更多的語音變異，可說是「窮千古之力畢其功於一

役」，號稱能夠突破方言差異的難點，完全解決存在口語和文字之間的差

距。1994年楚雄州民委副主任龍德義將規範苗文的優點歸納為：28

1. 語素音位可涵蓋整個滇東北方言及其他方言。

2. 定調準確，不生歧義。

3. 文字系統完整清晰。

4. 排版印刷輸入輸出電腦處理方便。

5. 字形嚴整美觀。

6. 既有群眾基礎，又保留了歷史的繼承性。

7. 具備準確記錄語音的科學性。

儘管文字對口語的語音描述本來就存在差距，規範苗文所主導的改革

論述卻將語言訊息的準確性等同於語音分析的準確性，把本來就存在的差

距視為傳遞準確訊息的障礙。相對於規範苗文的完善，老苗文的音位與聲

調過於簡單、所對應的字母符號也少，能夠呈現的語音變異也少，所傳遞

的訊息也就不會太準確，因此書面交流就容易鬧出很多笑話。比如，張志

輝在1999年「雲南省苗族語言工作會議」的發言，就舉了許多例子證明老

苗文不能準確地傳遞訊息，他說：

在日常生活中老苗文聲調標不準，給工作帶來些損失⋯⋯例如：

三個字，可以理解為：我來了 、我拉了  、我死了  

、角長出來了  。如我們翻譯聖經有一句話「太初有道，道與

上帝同在」  ，會理解為「先睡有身，身和上帝同

28　 這七個優點多次出現在不同的文件和發言稿中，可見這是當時對規範苗文的定性評估。我手邊

的資料中，最早列出這七個優點的資料是1994年7月26日龍德義在雲南省第二期規範苗文師資培

訓班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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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又如 ，有「神無所不在」

和「耶穌滿身蝨子」 兩種意義。在書信往來上，有封信說

（家裡有些不和睦，老人喊去開導教育」。家族收到

信後唸成「馬咬死老人，喊我們去分家產 。初初

解放時，征糧政策是：查實田畝，評實產量，依率計徵，依率減

免。有位不懂漢文用苗文寫 ，會計費了半天功夫翻譯成

「支那窩黑頭翁雀一斗二升」 ，而沒有翻譯成「門口

那塊一斗二升」 。我們整理搶救民間文學徵集來的有

一句 ，老師翻成「願踩漢族斷路屎」 ，而不是「蕎

殼斑金竹斑相呼應」 等等。（節錄自〈承認過去、正視不

足，努力把苗語文工作推向新世紀〉，張志輝 1999：7-8）

幾乎每位規範苗文教師都有好幾個類似的例子，隨時準備在課堂上舉例說

明，這些笑話往往就是改革正當性的最佳證據。

如果說革命行動對苗文騙局的指控，著眼框格文字的缺陷以及它對

阿卯語言的扭曲，不僅降低阿卯語言的訊息量，甚至還對阿卯知識文化

的發展造成不必要的限制；那麼規範化工程對框格文字的改造著眼於「完

善」，就是要補充框格文字描寫阿卯語音的不足之處，當文字本身的缺陷

不存在時，也就不構成知識文化發展的先天限制。由此，滇北的文字改革將

語言的發展界定在語言作為一個整體所承載的訊息量：阿卯口語使用許多漢

語借詞，許多已經分不清是漢語還是苗語；不同地方的阿卯口語有不同的口

音、不同用法，都是阿卯語言的內容；阿卯語言要持續發展，需要引進更多

新詞彙、新用法，增加阿卯語言的知識訊息量。

這種著眼在完善的規範化工程強調訊息量的累積，與著眼於一致性（或

者統一）的標準化工程強調訊息的流通速度與廣度的擴展極為不同（Milroy 

2001），對文字溝通能力的要求並不相同，所預設的語言與文字的符號關係

也不相同。規範苗文對語言與民族發展的具體貢獻，也就在於能夠增加阿卯

語的字彙、媒介更多知識訊息量。自80年代後期以來，規範苗文的推動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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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很多的心力投入苗文字典的編撰和出版，尤其是對新詞術語詞條的編定

工作有高度的熱情，遠遠的超越雲南省民語委的專家審定進程。29截至2011年

11月雲南省民語委的專家們，針對境內18個少數民族語言的新詞術語，總共

才審定3萬多條，其中並不包括滇東北苗文。曾任楚雄州人大主任的阿卯幹部

王應學所編撰的《苗漢詞語對照總匯》（2008）就收錄43000條詞目，堪稱是

當時所有已出版的少數民族語言辭典收錄詞目最多的。

不過，《苗漢詞語對照總匯》也是爭議最多的辭典，這些爭議凸顯人們

對「完善」的理解並不一樣。石門坎背景知識分子張建明在他的《學習/訂正

筆記》（年代不詳）手稿的第一頁寫下爭議的焦點：

作者不是從苗族日常生活用語、古歌、故事、山歌、巫歌等收集來

的苗語詞語寫成《總匯》，而是70%-80%是從《現代漢語詞典》翻

譯下來，且絕大多數都翻得很離譜，誰都看不懂。……全書可能只

有20%-30%是苗語詞匯，所以不能作為苗文學習工具書。[再加上]楚

雄苗文很多詞意、構詞又不同於雲貴川30多個縣市苗族，《總匯》

實用價值就更不用說了。……《總匯》前言講「本著繼承、吸收、

創新的原則進行」，以「補充母語中的不足」。這是對的。但詞彙

的創新不應離漢語詞彙和苗語詞彙的意義，不能創一些離奇古怪的

離譜的詞。

儘管張建明對《苗漢詞語對照總匯》的嚴厲批評並非無的放矢，《總匯》確

實是倉促完成的辭典，然而如果張建明的估算屬實，《總匯》的條目內容有

「70%-80%是從《現代漢語詞典》翻譯下來」，這樣的詞條編撰方式正足以

凸顯《總匯》「本著繼承、吸收、創新的原則進行」，「補充母語中的不

足」，以及規範苗文對發展語言與民族的貢獻。

29　  在2012年以前就已經出版的規範苗文字典有：《苗漢簡明辭典》（張志宏 1999）、《苗漢詞語對

照總匯》（王應學 2008）、《苗漢辭典》（龍聖光 2012）、《小學生苗漢成語辭典》（張建忠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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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節的重點是「文字怎麼改」、「改成什麼樣子」，關注的是將基

督教文字轉化成民族文字規範化機制。從意識形態工程的角度來看，文字改

革乃是通過標籤化――指為框格文字貼上標籤――的符號機制，即「指標化」

（indexication），推進框格文字的專屬身分或者屬性的轉換：首先是用「老苗

文」的標籤換掉「帝國主義文字」的標籤，在框格文字和阿卯之間建立新的指

標關係，再通過溯源、正名與完善的規範化機制，將老苗文改造成規範苗文。

從文字道德性的角度來看，規範苗文繼承了革命行動批判帝國主義文字的立

場，儘管老苗文不是外來的、叛國的帝國主義文字，作為老苗文還是落後的、

有缺陷的瑕疵文字，規範苗文對框格文字的改革，重申「不忘本」、「愛國」

與「科學、進步與發展」的符號價值，體現社會主義新阿卯的道德理想。對改

革支持者而言，柏格理文字為基督教服務，老苗文對阿卯發展的貢獻是階段性

的，假如規範苗文對老苗文的取代有其必然性，那麼社會主義新阿卯取代基督

教阿卯也是社會進化的必然。接下來，我將進一步探討在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價

值體系下，規範苗文如何成就滇北阿卯的族群改造。

六、苗文建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族群改造

在民族工作的挹注下，規範苗文在80年代的推廣不可謂不力，尤其是在

滇北的楚雄和昆明，短短三、四年間克服各種行政程序建立了一套頗為完整

的推廣機制，從教材編寫印刷到師資培訓，乃至農村夜校的掃盲班和小學的

雙語班，截至1994年總共印刷出版規範苗文讀本十萬餘冊；期間舉辦28期為

期12天至1個月的師資培訓，培訓人次970人；掃盲班177個，學員人數5390

人，並在22個小學開設48個雙語班，每學年有學生人數1000人左右，在中

年級課程中每星期教授兩節苗文（苗文源流編寫組 2017：101-132）。 若以

1990年代初期滇北阿卯約有8萬人左右的人口規模來衡量，這樣的推廣規模

應可在十年當中完成規範苗文的全民掃盲，當時的楚雄州民委也確實信心滿

滿，在雲南省民語委的協助下，於1995年向國務院申報驗收規範苗文的推廣

成效。倘若驗收通過，規範苗文將會是苗族當中第一個國家級的正式文字，

可以在全國各省市公開使用、合法出版，在打擊非法的法治原則下，基督教



91

文
字
改
革
與
族
群
改
造
：
後
革
命
時
代
滇
北
阿
卯
苗
族
的
俗
世
運
動

出版品也都必須使用規範苗文。事與願違的是，規範苗文並未進入國務院的

驗收程序，國務院顯然並不願意以中央層級的行政權力，介入地方自治權的

文字爭議。30

儘管規範苗文終究並沒有通過國務院的驗收，在自治權的保護下，規

範苗文仍舊是楚雄州力推的滇東北苗文方案，規範苗文的推廣也還是幾乎完

全倚賴民族工作的動員，通過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民委）、教育局與苗學

會等整合政府資源，一個聲稱由民族文化愛好者組成、致力於規範苗文建設

的文字社群儼然成形。在民族公共領域中，他們從事教學、翻譯與紀錄，不

僅協助官方重要文件的翻譯與出版，也協助民眾翻譯司法文件；不僅參與口

頭傳統的採集、紀錄與編譯，也協助傳統節慶的籌辦；也因此被認為是阿卯

文化的代言人，擁有相對充裕的符號資本（semiotic capital）（Agha 2003: 

242），對於基督教與阿卯的關係經常提出方方面面的反省。總的來說，80年

代以後民族語文建設被賦予塑造民族主體性的政治任務，31而規範苗文建設顯

然關乎到民族公共領域的維繫，從教學（掃盲與雙語教學）、文本（書寫、

翻譯與出版）到文字地景（碑刻和廣告看板）等等，構成一個反思阿卯性的

反身性語境（reflexive discourse）。這個小節主要關注改革支持者如何通過規

範苗文建設，在滇北阿卯當中持續地推動所謂的俗世運動，而這樣的俗世運

動關乎對阿卯主體性或者何謂阿卯的重新定義。

30　 儘管民族識別是中央層級的法律地位，但民族工作乃屬於地方政府權限，亦即跨省、跨州市、

乃至跨縣市的民族工作，須由上級主管機關協調，在非必要情況下，國家民委不介入地方民族

工作。在國家民委不介入的情況下，單一民族工作項目也就不可能有全國性的規模，比如：苗

學會組織，儘管西南各省都有苗學會組織，在國家民委不審批的情況下，也就不會出現一個全

國性的苗學會組織。

31　 整體而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80年代的「再教育」

階段，不只是改革民族文字，也修正對民族語言文字的認識。民族語言學家馬學良和戴慶夏

（1980：12-18）就以〈繁榮發展民族語文是實現四化的需要〉論證恢復民族語文建設的重要

性：一方面強調「真正使用民族語言文字」以實現民族平等，另一方面發展民族語言文字以實

現少數民族的現代化。第二個階段，也就是90年代的「民族教育」階段，這個階段主要落實

1991年國務院頒佈第32號文件，強調保障民族平等權利的法制化工作，一方面推動正式文字的

審議，保障民族語言與文字的使用權； 另一方面推動民族教育保障少數民族的受教權利，發

展民族語言與文字的工作也進入教育體制的範疇。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在2000年以後，進入保

障與管理併進的法治階段，推動民族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的立法，一方面保障工作經費、人才培

養，另一方面也打擊非法，強調民族語言文的使用規範和命名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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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Webb Keane（2018a）提醒符號意識型態的作用是跨媒介的，由於人

們總是將他們對物件的認識（sign-object），通常是刻板印象，投射到符號載

體（sign-vehicle），因此會把以為的刻板印象當作物件的存在情況，這種被

皮爾斯稱為圖符化（iconization）的符號過程，使得社會生活的倫理與價值判

斷總是受到符號意識形態的左右，甚至以刻板印象來解讀人群的素質、慣習

與感受（Keane 2018b）。舉例來說，在民族主義的語言意識形態的作用下，

19世紀北印度的知識分子對Devanagari文字比Urdu文字更加文明深信不疑，

甚至因此認為使用Devanagari文字的印度人比使用Urdu文字的伊斯蘭人更加

誠實（Ahmad 2008）；在香港人將中國移民視為紛擾的年代，港人相信簡體

字相較於繁體字是簡陋有缺陷的文字，甚至因此認為使用簡體字的中國人也

有道德缺陷（Wong 2016）。對滇北的改革支持者而言，他們相信規範苗文比

老苗文更加進步，儘管阿卯群眾對老苗文的接受度遠高於規範苗文，他們卻

也堅信通過推動規範苗文建設可以提升阿卯素質。

規範苗文最為人詬病的是投入許多推廣資源卻效果有限。時任楚雄州民

委副主任也是改革支持者的意見領袖龍德義（1994），在雲南省第二期規範

苗文師資培訓班會上的講話，就特別指出「苗語文是一門嚴密而有規律性的

學問，馬馬虎虎或一學就懂的說法是外行胡話」。龍德義尤其強調規範苗文

和一向標榜簡單易學所以容易普及的老苗文的強烈對比，規範苗文難學乃是

因為規範苗文的聲母、韻母與聲調相當複雜，書寫規則嚴謹能夠準確記音、

準確定調，恰能夠呈現「苗語文是嚴密而有規律性的學問」。相反地，簡單

易學的老苗文，聲母、韻母與聲調都過度簡化，書寫規則也不嚴謹，「馬馬

虎虎或一學就懂的說法」根本不值得採信，因為學那種不夠嚴謹的苗文根本

不可能學到苗語文的真正學問。就因為規範苗文的難度頗高，不論是幹部知

識分子、基督徒或者是文盲農民，都得花上最少一、二十天學習，才能基本

掌握規範苗文，不用心學習也就無法掌握苗語文的學問。龍德義特別強調，

學習規範苗文無疑是個挑戰，阿卯需要這樣的挑戰，不僅是為了苗語文發

展，也是為了提升阿卯整體素質。

龍德義在師資培訓班會上的講話之所以特別強調苗語文是一門不能馬虎

隨意對待的學問，主要還是為了回應反對者對規範苗文過於複雜、不好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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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龍德義回應批評的方式，除了說明規範苗文的優點、闡釋規範苗文的

價值以外，還批評反對者對待苗文的態度不對，表示妄求簡單簡化的態度，

才是導致苗文發展停滯的主要原因。不僅如此，龍德義對「不願意學或者學

不會」規範苗文的人，也不假辭色地嚴厲批評，在他看來，如果有人參加培

訓卻還不能掌握規範苗文，說明他們的學習態度懶散馬虎；培訓課程已經深

入各村各寨，那些還不懂規範苗文的阿卯，不管是民族幹部還是一般群眾、

不管是非基督徒還是基督徒，都說明這人在性格人品上有問題，要不是懶惰

不思進取懶得學習，就是愚蠢勢利忘本投機不願意學習等等。

順著龍德義和改革支持者的思路，儘管規範苗文建設是以提升阿卯素質

為目的的俗世工程，卻不可避免地又再一次落入反對基督教的立場。對改革

支持者而言，規範苗文之所以遲遲無法取代老苗文，恰恰反映基督教對阿卯

的負面影響，甚至就連基督徒的品德也是頗有爭議。儘管80、90年代滇北阿

卯基督徒幾乎都能翻閱老苗文聖經讚美詩，改革支持者極力主張只懂得那些

「10、20年代完形印刷的文字」是不夠的，因此在各個教會開辦規範苗文培

訓班，但效果卻極為有限，基督徒故步自封的心態、不求精進、不求甚解的

學習態度，已經構成推廣規範苗文的障礙；一些更激進的改革支持者甚至將

規範苗文在基督徒當中不受歡迎，歸咎於部分教會人士罔顧阿卯發展的錯誤

決定，指責他們迷信守舊，以消極的方式拒絕規範苗文（指的是聖經翻譯拒

絕使用規範苗文一事），導致阿卯文化落後、生產落隊。

規範苗文建設除了將文字能力與阿卯素質的緊密連結以外，更把規範苗文

視為是建構阿卯主體性的文化物件。在一些明顯與國家有關的公共空間裡，規

範苗文被用來凸顯阿卯主體性，以彰顯民族平等權利受到重視，這種操作在自

治地區最為明顯，比如：苗族自治縣與民族鄉的公部門名稱一律加上規範苗文

拼音、學校的外牆上要寫上規範苗文的學習標語等。同樣的，保障民族平等權

利，也打擊非法文字，除了規範苗文和拉丁苗文以外的阿卯文字，都不能在公

共空間出現，也禁止公開流通，儘管老苗文的使用者眾多，各種版本的框格文

字印刷品也不少，卻都只能在非公開場合通過私下交流的方式取得。

當規範苗文出現在阿卯村寨的公共空間，又必然標示著與國家有關的公

共性。最常見的不外乎是美化農村的壁畫和各種項目碑，還有更有趣的是公

共廁所和浴室，乃至小型垃圾焚化爐和實驗養豬場等等，自2000年以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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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建設進入到阿卯村寨，自來水、電、硬化道路、沼氣、公共廁所、焚化

爐、文化室等基礎工程逐一展開，也將現代生活帶進阿卯村寨。雖然說這些

基礎建設不見得會被用文字標示出來，但當文字標記出現時，用得一定是規

範苗文，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老苗文或拉丁苗文。在一些遷村或者具發展旅遊

潛力的村寨（比如：拱董箐和小水井），村寨被打造成為一個結合阿卯主體

性與國家政策的展示空間，規範苗文出現在村寨最顯目的地方（比如：住家

房子的外牆），讓人一眼就能辨識出阿卯村寨。

規範苗文建設甚至還有轉化歷史地點的目的，而在滇北基督教聖地洒普

山村出現的情況，恰恰說明這樣的轉化確實發生。文革期間洒普山村裡內地

會的老教堂被挪用作為村委會和活動室，32改革開放後，龍福華兄弟和幾位民

族工作激進份子順勢在這個有百年歷史的教堂外立起的一座四面體塔碑，分

別鐫刻著〈“荒服”世紀溯源〉（中文）、〈日月紀事紀念碑〉（中文）、

〈苗文史略〉（規範苗文）、以及〈洒普山苗族購置公山林木碑記〉（中

文），原本的教堂和教堂用地是滇北基督教的歷史遺跡，通過碑文的轉化成

為阿卯村寨的歷史遺跡和阿卯苗文的發源地。

總的來說，規範苗文建設與滇北阿卯族群自我和村寨公共空間的去基督

教化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支持者意圖通過俗世運動塑造

一個有別於基督教阿卯的民族主體。對他們而言，阿卯自我的覺醒來自於基

督教的啟蒙，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啟發阿卯自我的二次覺醒，33因此有了俗

世運動，晚年仍舊堅稱自己是神學生也是共產黨員的龍福華，就曾經明確地

表示，他以社會主義做為其終生追求乃是為了將阿卯自我從基督教的錯誤中

解放。從這個角度來看，規範苗文建設對阿卯自我與公共空間的「去基督教

化」，最終的目的其實是重新定義共和國阿卯的倫理生活。

余敏玲（2015）在《形塑「新人」》書中探討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社

會主義新人觀的宣傳與運作，重新塑造共和國有別於蘇聯與舊中國的民族主

32　 文革之後的洒普山仍舊爭議不斷，這個曾經是滇北基督教發源地的教會因教產問題和村委會爭執

不下，尤其是教堂和教堂附近的空地，在文革期間挪用作為村委會和活動室，開放後教會要求回

到原來的教堂內做禮拜，村委會拒絕只允許教會在村子外圍由長老承包的土地上蓋新的教堂。

33　 關於阿卯自我和基督教的關係，在〈苗族、基督教與現代性〉（黃淑莉 2019）文中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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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這樣的社會主義新人觀也啟發了滇北的改革支持者對阿卯自我的重新認

識，乃至於對共和國阿卯有別基督教阿卯的主體性有更明確的認識。最能體

現社會主義新阿卯的文本，當屬武定農民畫家王建才的一系列作品。34曾經是

規範苗文改革小組創始成員的王建才，向來都是語文工作小組的重要成員。

早期的識字讀本都是由他設計的，一些獨到的創舉，35至今還是讓人津津樂

道。王建才的畫作向來不以寫實著稱，而是通過描繪外在的理想生活來呈現

內在的美德，畫作總是呈現「阿卯形象」和「美好場景」的相互輝映。王建

才自陳畫作最大的特色是「與時俱進」，將共和國的美好和阿卯美德結合在

一起，呈現共和國阿卯令人稱羨的美好生活。36「與時俱進」指的是與共和

國同步的歷史性，四化建設、新農村建設、火箭升空、國慶節日等重大事件

都在畫作中出現，反映他對共和國的認識。阿卯美德指的是勞動、和諧、進

步、團結等等，體現他對社會主義新阿卯的認識，畫作中用來辨識阿卯身分

的文化元素，包括：標誌人物的服飾、頭飾與編織樣式，標誌生活的蘆笙、

舞蹈、刺繡和花山節，標誌地景的山巔、農田、村寨和住宅，標示著社會主

義新人的在地身分。

34　 農民畫家王建才是洒普山附近小村麻櫟棵人，40年代初在內地會的恩光小學讀書，在宣教士安牧

師的啟蒙下習得繪畫技巧。60年代，麻櫟棵大隊首先發動「學大寨」的生產大躍進，身處在革命

氛圍當中，年輕的王建才以其繪畫專長，參與製作各式各樣的革命標語和圖像，最為人記憶的是

在洒普山教堂內的一幅巨型毛主席畫像。文革之後，王建才加入武定文化館工作就開始全心投入

創作富有民族特色的農民畫作，1982年在小村創辦文化站教授農民畫，王的作品以油畫和水彩為

主，作品散見於政府出版品、活動現場，收藏的畫作，在新農村建設時期，幾乎每村每寨都可見

王或者他的學生的壁畫作品，王的民族畫風儼然已經成為滇北阿卯采風的一大特色。

35　 1983年編寫的《苗語叢書》教學課本第一冊（1987年才有銅版印刷），採用當時在苗文教學首

見的「看圖發音」教學法（在此之前，教材編寫組有其他個兩版，都沒有使用插圖），課本中

從封面到內頁的每一張插圖都是由王建才親自執筆，106個聲母只有8個聲母沒有附上插圖，取

材自阿卯人物、風俗、日常器物、農業、紡織和交通工具，或者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與基礎設施

的呈現，如飛機、拖拉機、自來水、磚房等等，每一個字母的插圖都有很強烈的阿卯色彩，尤

其是對人物、風俗和器物的刻畫，更是特意凸顯阿卯的文化特徵。王建才表示，他會刻意在讀

本中加入「社會主義」的思維，通過規範苗文的教材來演繹阿卯的歷史進程，著重在從過去到

未來的連續性，他認為，阿卯不僅要有物質文明也要有精神文明，所以特意在《語文》課本的

第二冊演繹社會主義對阿卯的解放，從苗族與中國人民受壓迫的歷史開始，進入到有關農業生

產技術、勞動人民、勿做酒鬼不酗酒、世間無鬼的短文。

36　王建才訪談，201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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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建才的

畫作中動用至少三個對比來凸顯共

和國阿卯不同於基督教阿卯的主體

性，以下分析畫作選自王建才自選

集畫冊（2018）。（一）紅軍讀本

與聖經的對比：王建才顯然是特意

將名為〈火種〉（1978）的畫作

（見圖5），擺在畫冊的第一幅，

畫中是一位身著革命裝的貌似年輕

毛主席的領導，將一本封面上寫著

「紅軍讀本」的書，交給一位身著

苗服背扛獵槍的老人家，這本書就

像「火種」點燃阿卯的革新之火，

啟動社會主義新人的改造運動。

（二）蘆笙、鬥牛、花山場，這些

被教會禁止的活動，總是伴隨著小紅書、五星旗、紅太陽、黨徽出現在畫作

中，傳遞歡樂與節慶的氣息。一幅名為〈國泰民安〉的巨幅畫作，以花山場

上的鬥牛為中心，四周圍繞的是吹奏笛子蘆笙跳舞的人群，稍遠處是青年男

女邂逅玩遊，散布在群山環繞中的是現代村寨，天上是共和國的飛機，遠方

是電塔和蜿蜒的公路，在共和國守護下的家園，國泰民安。（三）市政中心

或學校與教堂的對比：滇北阿卯村寨最為外人驚艷的存在非教堂莫屬，尤其

是90年代以後，大量來自基督徒社群的捐款湧入阿卯教會，在多數住家都還

是土坯房的時候，許多村寨就已經陸續建起數百平米水泥樓房的教堂，這樣

的教堂坐落在村寨之中甚是顯眼；在王建才的畫作當中，掛著國旗或黨徽的

市政中心或學校是村寨中最顯眼的建築物，儘管在現實中市政中心根本不存

在、學校也不常見，共和國的公共建築取代教堂，顯示阿卯村寨的公共領域

全面更新。

圖5　 王建才畫作〈火種〉（1978），收錄於
《荷鋤握筆畫苗家》（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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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王建才畫作〈苗山魂〉，收錄於《荷鋤握筆畫苗家》（2018：12）。苗文中譯為「愛我們的
黨、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家人、愛我們阿卯」。

王建才的畫作藉社會主義新人的潛文本，投射出共和國阿卯不同於基督

教阿卯的主體性，進而對規範苗文的呈現產生限定的作用，不論是出現的場

景、文字的內容，都不是框格文字曾經的內容或者會出現的脈絡。畫作中的

規範苗文總是在所謂的「門面」中出現，門面既連結也區隔內與外，構成一

個中介的空間，在這個中介空間裡，規範苗文代表共和國的阿卯主體發聲，

表述著阿卯對未來的期許。〈苗山魂〉裡的「佈告牆」連結阿卯的群體與個

人（見圖6），用規範苗文寫上「愛我們的黨，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家

人，愛我們的民族」；〈歡迎您到苗寨來〉裡懸掛在寨門上的牌坊連結苗家

和她的訪客，展現阿卯面向世界的自信；〈春暖花開〉裡的獎狀寫的是對下

一代的期許；〈結麻〉寓意團結，畫中門框上的對聯連結家內與家外，闡釋

平安、豐盛、賢慈的倫理意涵。門面上的文字，有時用的是中文、有時用的

是規範苗文，更多是取決於版面和諧，顯示中文與規範苗文是可以平等互換

的，這也意謂著，共和國阿卯與其他民族平起平坐的身分地位。

在王建才的畫作中，共和國阿卯這樣的民族身分有一個清楚且明確的界

定，這樣的民族身分也是改革支持者在社會生活當中所追求的身分認同。從

俗世運動到成為社會主義新人，規範苗文不僅對阿卯社區的去基督教化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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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效應，也被當作是展示個人身分認同的象徵操作。嚴格來說，在阿卯村

寨通過文字展示個人身分認同的行動非常少見，主要是因為在阿卯當中書寫

向來都是公共的。滇北阿卯村寨卻有一個其他地方頗為少見的傳統，為死者

立文字碑，可能是中文或者框格文字，尤其用框格文字為死者立碑，僅僅在

滇北阿卯村寨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儘管數量不多，除了革命期間

沒有立碑以外，立框格文字碑的傳統在某些村寨和家族當中一直持續著，90

年代以後數量顯著增多。372000年以後，規範苗文也開始出現在文字碑中，最

早是龍福華和龍福義兩兄弟為已過世的父母重新立碑，在以中文字為主體的

墓碑，字碑的上緣刻意以規範苗文加上題詞。漸漸地也開始有一些人仿效。

根據阿卯的說法，只要墓碑上用的規範苗文那家人一定是不信耶穌的，雖然

反過來不用規範苗文的不一定就是信教的，相對來講，信教的更可能選擇老

苗文來立碑。用規範苗文來展示個人身分認同，這種字碑最可能出現在改革

者的家族當中。

毫無疑問的，規範苗文建設對滇北阿卯主體性乃至於民族身分認同的

建構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我在文中提出以社會主義新人的概念界定共和

國阿卯不同於基督教阿卯的主體性，並通過對王建才畫作的分析，指出界定

「主體差異」的三個對比：（一）紅軍讀本與聖經的對比、（二）娛樂節慶

活動的對比、（三）市政中心或者學校與教堂的對比。這三個對比也經常出

現在改革支持者對基督徒阿卯的抱怨與批評當中，儘管本文並不打算處理這

些針對基督教的抱怨與批評，反身性語境對於指認（recognize）或者確認

（confirm）文字意識形態卻是重要的，在規範苗文建設中引導阿卯自我與

公共空間改造的文字意識形態，也是在建構阿卯主體的反身性語境中確認規

範苗文反映共和國阿卯主體性的文字意識形態，也是基於這樣的文字意識形

態，規範苗文也可以被當作是展示個人身分認同的象徵操作。然而，規範苗

文和框格文字的文字意識形態卻始終是格格不入，儘管都是民族文字，規範

苗文的符號價值主宰共和國阿卯的再現經濟，不僅排擠其他框格文字，也使

37　 阿卯立苗文碑最早記錄在1943年，不過在1950年以前只有一兩個村子立有框格文字的墓碑，革

命期間苗文碑的數量開始有明顯的增加，90年代以後，數量和村寨都有明顯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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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基督徒的公共參與――無論是主動參與或者被動捲入――無可避免地變成

是一場身分剝奪的遊戲（play）。

七、基督徒的抵抗：文字意識形態的衝突

雖然基督教阿卯才是真正使用阿卯文字的人，不過他們在框格文字的改

革工程裡卻是嚴重邊緣，介入文字改革很深的政府當局、民族官員和阿卯識

字菁英，往往認定基督徒對文字改革漠不關心。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四十年

來改革支持者不斷向教會提出改革建議，他們認為阿卯教會實在很不阿卯，38

儘管不至於批判教會破壞阿卯文化，卻也毫不掩飾地批評教會不夠阿卯，不

只用盡各種方式將規範苗文推進阿卯教會，也想方設法的介入阿卯教會的儀

式實踐，有一些人嘗試用蘆笙吹奏讚美詩歌、用古歌吟誦的曲調編寫富有阿

卯特色的詩歌，或者邀請教會詩班參加花山節的表演活動等等。

儘管如此，滇北阿卯教會卻依然拒絕採用規範苗文、拒絕使用蘆笙、拒絕

古歌編曲，甚至拒絕以教會的名義參與花山節等民俗活動。即使最近幾年有些

基督徒會組成合唱團參與花山節的表演活動，他們也不以教會名義現身在公共

視野，而是換上農民合唱團的名號和裝束，演唱共和國的歌曲；也有越來越多

的教會年輕人走進鬥牛場，競技蘆笙和馴牛技術、交友打歌談戀愛，在那些地

方基督徒只是不喝酒的阿卯。俗世化的村寨生活越來越熱絡，教會卻難以現身

公共空間，不僅無法為信徒代言，反而必須隱身於會眾當中，在村寨教堂的封

閉空間或者家戶的私人空間裡，艱難地維繫基督教的公共領域。

很明顯地，在村寨生活裡，基督教與民族的公共領域被切割開來，很難說

到底是基督徒拒絕還是教會被限制參與民族公共領域。可以確定的是：儘管基

督徒仍舊是滇北阿卯的主要多數，基督徒卻在民族公共領域中被邊緣化，不只

是語言不正宗、文字不準確、傳統不阿卯，就連知識水平、生產技術也都是嚴

重落後，缺乏參與民族公共領域的思想認識與能力；儘管教會依舊是滇北阿卯

38　 阿卯教會最為人津津樂道之處，莫過於唱詩班，即使是高難度的三部、四部聖樂合唱，也難不

倒這些農民，每個教會都有手風琴高手，年輕人更是熱衷於學習鋼琴、吉他和爵士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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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公共組織，基督教活動卻被限制在教堂空間，在教會裡的阿卯性也受

到嚴格的檢視，教會也不得不藉由闡釋阿卯身分來拒絕社會主義新阿卯進入教

會的企圖，接下來我用聖經翻譯的例子來說明基督徒的抵抗。

苗文聖經發行首先面臨是否使用規範苗文的問題。在執行上，苗文聖經

屬宗教出版品，需通過雲南省宗教局的核准，再委託省基督教「兩會」（基

督教聯合會與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通常簡稱三自愛國會）負責出版發行，

而且僅能夠在宗教場所流通。1998年12月10日苗文聖經翻譯組提出〈關於

《苗文舊約聖經》排版文字使用的報告〉，表達「堅決要求在排版文字使用

上以舊文字為標準」的立場。這份報告由七個縣（區）層級的三自愛國會共

同背書，上呈主管機關雲南省基督教兩會，翻譯組一方面援引憲法「各少數

民族有使用和發展自己文字的自由」，及「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表明我

們苗族有使用發展自己文字的自由；另一方面引用國務院、省人民政府所發

布的「宗教活動場所組織管理法」，證明苗族教會團體的管理組織，即三自

愛國會，可以決定苗文聖經應該使用何種文字。最令人訝異的是，在據理力

爭之後，翻譯組的報告竟然強調阿卯信徒多是老弱婦孺文盲眾多，學習規範

苗文有困難，教會為了牧養多數信徒，只好堅持使用舊文字，最後以委婉的

方式表明聖經翻譯是要服務群眾，不是為研究文字改革，只要規範苗文成為

阿卯正式文字，隨時可以新文字版再版苗文聖經。

翻譯組小心謹慎的使用「舊文字」來指涉框格文字，而不使用改革者慣

用的「老苗文」一詞，根據翻譯組組長王老牧師的說法，框格文字不只是阿

卯使用，老苗文這個稱法是不對的，使用框格文字進行聖經翻譯的團隊還有

傈僳文和黑彝文，舊文字這個說法比較符合現實情況。相較於改革支持者特

別使用老苗文這個說法來強調框格文字和阿卯性的連結，翻譯組卻使用舊文

字這個詞來弱化聖經翻譯與阿卯性的連結，王老牧師還特別強調文字改革和

聖經翻譯是兩回事，發展阿卯語言和文字不是翻譯組的工作。改革支持者對

翻譯組置身事外的態度非常不滿，通過各種方式說服翻譯組採用規範苗文，

甚至使用歧視語言詆毀基督徒。2018年我前去拜訪已經退休多年的王老牧

師，說起改革支持者的批評，老牧師依舊為當時翻譯組和老苗文被不當對待

的情況感到極度憤怒，可見翻譯組為拒絕規範苗文必須承受極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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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出版聖經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拒絕採用規範苗文又給出版

增添更多變數，翻譯組與教會的堅持，更加凸顯規範苗文與教會使用文字的

意識形態衝突。我問王牧師，阿卯教會從1988年啟動聖經翻譯，一直到2008

年才正式發行，這二十年當中阿卯教會是否曾經有過採用規範苗文的討論，

王老牧師明確的表示「從來沒有」，聖經翻譯只能使用舊文字是所有阿卯信

徒的共識。拒絕採用規範苗文，聖經翻譯就隨時可能被禁，公開發行的阻礙

極大，儘管在1998年左右就已經完成翻譯初稿，直到2008年才正式出版；

即使首刷的兩萬本苗文聖經在七月底就已經送達翻譯組，在九月初舉行公開

發行的感恩禮拜儀式之前，翻譯組仍舊不確定阿卯會眾能夠順利拿到苗文聖

經，只因苗文聖經的出版與流通隨時可能出現阿卯教會無法掌握的情況。39

1999年為因應跨境民族與國門開放所面臨的語言文字管理問題，雲南省

再度召開苗族語言文字工作會議，邀請境內的苗族代表數百人參加，滇東北

苗族（阿卯）的熱點問題是文字統一。會議中規範苗文成為眾矢之的，而教

會又是代罪羔羊。王忠林牧師和張學勝傳道員兩人代表宗教界，報告苗文在

教會系統中的使用情況。不知為何原因，他們的報告僅是口頭報告，其他與

會人士的發言卻都有打印書面稿，40只有在翻譯組的檔案中留有這份報告的手

寫草稿，從多次抄寫與修改的痕跡看來，這份報告的內容是經過非常審慎的

考慮，以委婉堅定的方式為教會辯護。這份口頭報告首先援引國家主席江澤

民講話，主張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接著說明基督教會為推廣苗文所做

的努力，強調過去二十年來滇北教會流通的聖經和讚美詩讀本高達二十多萬

39　 翻譯組除翻譯聖經以外，也翻譯讚美詩歌。自2008年以來，苗文聖經已經有過兩次修訂，印刷

數量已達十萬左右，苗文讚美詩歌已在2012年正式出版，印刷量已達二十萬冊。可惜的是，所

有這些苗文出版品在2016年從省基督教兩會的販售點下架，除了已流通的五、六萬本聖經和十

多萬本讚美詩歌以外，剩餘幾萬本都被堆放在神學院的倉庫裡，而沒有人能確切的說出聖經被

下架的理由。儘管失去公開販售的管道，阿卯會眾仍舊通過各種非公開的管道取得苗文聖經和

讚美詩歌，至今所有滇北阿卯教會仍舊使用新版苗文聖經和讚美詩歌，原本堅持使用舊版苗文

新約聖經的黔西北和滇東北的阿卯教會，也在最近幾年全數改用新版苗文聖經。

40　 為了寫這份報告，聖經翻譯組的成員還做了一些調查工作，王忠林牧師在18日赴昆參加苗文工

作會議之前，3日就先行前往祿丰與張學勝傳道員討論口頭報告的內容。我猜想這份報告之所以

只以口頭方式呈現，或許是因為報告中清楚呈現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實，而這些事實挑戰拉丁

苗文還是規範苗文的合法性。這一不願被面對的事實真相，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少數民

族語文政策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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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最後表達教會支持苗文改革，卻也懇求改革支持者正視老苗文已被廣泛

使用的事實。

在這份口頭報告的草稿中，兩位宗教界代表在民族幹部和文化愛好者

當中，已經不再堅持使用舊文字一詞，而是入境隨俗地改用老苗文的說法，

在規範苗文與老苗文之間製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模糊，因為宗教是文化的一

部分，基督教也應該受到重視，教會推動老苗文也就是在推動民族文化。有

意思的是，滇北教會在拒絕規範苗文的對抗中，發展出有別於共和國阿卯的

主體性。年輕教牧對阿卯苗文的熱情，結合教會傳統的族群文化論述，成為

一項獲得公眾肯認的俗世計畫，在2000年以後，儼然成為新一代教牧連結國

家、世界與基督教公共領域的共同參與。

八、道德超越：阿卯文字能夠統一嗎？

在申報驗收失敗後，各種反對聲浪也應聲而起，規範苗文的推廣也陷入

進退兩難，只能維持90年代初期的規模。在過去二十年當中，省語委完成小

學一到六年級語文與數學的翻譯，數十萬冊的苗文教材投入教學場域，再加

上字典、科普與文化讀物的出版，規範苗文的文本市場不可謂不活躍。雙語

教學仍舊持續進行，只是隨著村小集中的政策，雙語班的數量大幅減少。每

一年的師資培訓也還是持續進行，培訓師資的人次持續累積，只不過重複培

訓的比例頗高，注入新血有限。與農村夜校結合的苗文掃盲班，在90年代中

期中央停止掃盲運動之後也只得另謀出路，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每年只能

下鄉辦理幾次的培訓班。整體而言，規範苗文建設在2000年以後明顯失去動

能，呈現一種勉強運作的情況。

2008年我開始接觸阿卯村寨，曾經在某個教會針對苗文識讀能力做過簡

單的調查，這個教會曾經舉辦過兩次以上的規範苗文學習班，結果十分令人

沮喪，沒有一位能夠識讀規範苗文，而三十歲以上的能夠完全識讀老苗文新

約聖經和詩歌本，受到阿卯教會「中文化」的影響，二十歲以下能夠識讀老

苗文聖經和詩歌本的比例不足三成。從識讀力的角度來評估，規範苗文長達

二十年的推廣工作可說是失敗。儘管如此，以上的分析恰恰顯示規範苗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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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得不存在的理由，規範苗文是民族工作為世俗主義所架構的文字空間，

從意識形態上轉化阿卯文字的基督性，乃至能夠轉化阿卯物件的基督性，藉

以正確定位阿卯在無神論的俗世中的倫理位置。從一開始的出現到現在的勉

為維持，只要規範苗文存在就能夠為民族工作發揮符號的「淨化」效應，維

持阿卯俗世在意識形態上的純粹性。

在規範苗文顯然已是搖搖欲墜的情況下，2014年十幾位曾經參與推動規

範苗文的阿卯退休老幹部提出《苗文源流》（2017）的編撰計畫，並將此計

畫掛靠在安寧市統戰部的民族工作項目，從資料搜集、編寫、審查、校對到

印刷，全是幾位退休阿卯老幹部親力親為，甚至最後也是由二十幾位老幹部

們集資三萬多的印刷費用。儘管只是內參資料並非正式出版品，這本集字百

萬、圖片百張、投注數十人力、耗時三年的鉅著，廣泛收錄與苗文有關的各

類文件，內容十分豐富。表面上看來，這本苗文的技術演進史，不僅肯定老

苗文的貢獻，也推動苗文的未來，不過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苗文源流》是

為規範苗文發聲，主事的幾位退休老幹部希望藉此確立規範苗文的地位，做

為最能夠體現阿卯性和科學性的文字方案。

顧名思義《源流》就是對文字起源與流變的考證，如果說文字起源的宣

稱反映苗族族裔的單一起源，那麼分歧的語言與文字系譜反映族裔的分歧，苗

族的文字系譜反映苗族的族裔譜系。這本書用字形字體的相似性與相異性來架

構苗文系譜，從古苗文、老苗文、老苗文的改進、拉丁苗文到數位苗文，分別

代表苗文發展的五個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源流》所架構的苗文系譜，並不

只是幾位老幹部的發想，而是緊緊扣著民族語文的政策和研究，所發展出來的

詮釋苗文形體演變的系譜架構。41在苗文系譜的架構下，所有文字創作都是為

了服務語言文字的發展，顯示80年代以來文字改革的後設語境對文學語境的顛

覆。近百萬字的史料集錦中，與文字創作（文學）有關的內容寥寥無幾，多是

41　 《源流》的第六章「史料與工作材料」有一百多頁，其中包括：國務院公告的政策公文、省領

導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朱文光和姜永興的完整論文用以佐證書中宣稱古苗文存在的六大證

據、王輔世、王維陽和丁炎江等人的語言學、規範苗文改革工作報告、重要工作會議的討論節

錄、苗文班學員和教師的個人學用經驗、老同志的隨筆雜記等等，這些文獻除了證明本書的苗

文系譜是「有所本」的以外，也能夠營造出一種全民參與的公共領域氛圍（苗文源流編寫組 
2017：27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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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字概念的闡釋、文字態度的描寫和文字情況的反省，顯示人們對於文字

性的興趣遠大於文學性，文字改革已經是自成一格的文類。

儘管《苗文源流》的苗文系譜以規範苗文代表阿卯文字的「高級階

段」，確實讓許多不同陣營的文字改革者嗤之以鼻，42《源流》所發出的聲

明在民族公共領域中卻是難以被反駁的。國家權力以審查的方式介入民族公

共領域，產生價值選擇的效應，形成對老苗文和其他文字改革方案的合理打

壓；民族工作資源的介入，在民族公共領域中產生價值壟斷的情況，形成一

種爭奪代言（或者代表性）的肯認政治。在價值壟斷的民族公共領域中，儘

管並未正式出版，《源流》的苗文系譜通過雲南省語委辦公室的審查，甚至

還能獲得副主任作序肯定和勉勵，這也意味著規範苗文的代表性與進步價值

獲得國家肯定，雲南省的民族工作將持續推廣規範苗文；公共領域中的文字

審查（比如：編譯出版、官方文書等），強加於規範苗文和拉丁苗文以外的

文字實踐的諸多限制，仍舊沒有鬆綁的跡象。反對陣營的批評也從不諱言，

規範苗文挾持雲南省的民族工作，壟斷文字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是導致民

族語文工作失去群眾基礎的主要原因。43

從規範苗文衍生的文字改革爭議，乃至2000年以後百花齊放的各種民間

版本的改良文字方案，反映阿卯知識分子對阿卯性的追求；然而，「一個民

族、一種文字」的文字意識形態，與百家爭鳴的文字現實之間的不協調，使

得「文字統一」的焦慮如影隨形，自90年代後期以來，反映「文字統一」問

題的期刊論文不知凡幾。2018年威寧苗學會舉辦一場非官方的文字交流會，

42　 猶記得十年前第一次訪談彝良張建明老先生，他煞有其事地拿出一份寄送雲南省民族語言指導

委員會和教育廳的請願書，列舉五點說明規範苗文「不規範和不科學」的理由，總結「楚雄苗

文不是什麼新科研成果，而是1947年石門坎對老苗文改革的翻版，石門坎丟了的東西，楚雄

又撿來用」。張建明以一種十分刻薄的方式，羞辱一向標榜進步和科學的規範苗文（張建明手

稿，2008年4月；訪談，2008年8月）。

43　 曾經擔任過彝良縣文化館館長的阿卯老幹部楊忠倫，於1999年在【雲南省苗語文工作會議】上的

公開發言：「雲南省語委20年來，在苗族語文工作上沒有邁出令人欣慰的一步。除了一再喋喋不

休地強制推進不受歡迎的規範苗文外，還沒有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省語委一意孤行，強

行推出所謂的規範苗文，要將它作為苗族的統一文字，一次又一次地推行，一次又一次地被滇東

北、黔西北地區的苗族抵制和反對。可是他們聽不進意見，更不願意醒醒。發展到成了一種偏

見，失去了政府部門的形象，成了某地某人的代理人。這是不行的。」（楊忠倫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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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七十多位阿卯幹部與民間人士參加，這場由中青世代知識份子主辦的交

流會，刻意安排由年輕人針對使用情況和使用經驗發言，以隱晦的方式對執

著於尋找最佳文字改革方案的老一輩發聲抱怨。會議之後，主辦單位希望與

會者能夠發出共同聲明，儘管聲明並未明確推舉某個文字改革方案，此舉卻

被老一輩的苗文專家視為挑釁，各種陰謀論不逕而走，最後的共同聲明也在

各種反對之中草草發出，無法如主辦單位希望的以共同聲明作為阿卯文字改

革的歷史文件。

有趣的是，對共同聲明反應最大的反對者，竟然是掌握最多行政資源的

「規範苗文」支持者。交流會過後幾天，幾位老人家帶著他們編撰的《苗文

源流》來到雲南省民族語言與文字工作委員會「興師問罪」，他們表示阿卯

文字經歷了百年的發展，已經臻於成熟完善，文字改革方案不是「好不好」

的問題，而是推廣和使用的問題，許多人思想老舊不願接受規範文字造成推

廣障礙，現在這些年輕人又無視老輩的努力，要推翻規範苗文，這是走改革

的回頭路。據稱當天的氣氛十分緊張，幾位老人家要求省民語委處分參與規

劃交流會的年輕幹部，年輕的語委幹部在憤恨之餘以私人身分發出公開信，

解釋「共同聲明」並無推翻規範苗文的意圖，暫時解除自身的生涯危機。那

陣子之後，「文字改革」這個在文字公共領域折騰了十幾年「熱點問題」瞬

間噤聲，「文字統一」成了一個無法被討論的問題。

看起來像是一場諷刺劇，反映的卻是阿卯知識分子極度深層的無奈。在

整件事平息的幾個月之後，我在昆明和幾位年輕阿卯聚會，在結束一場愉快

的飯局後，只剩下我和這位年輕幹部一起等公車，他突然問我：「黃老師你

覺得苗文能夠統一嗎？我們該怎麼做才好呢？」那是一個飄著小雨的夜晚，

空氣中的水氣好像突然凝結一般，我腦中閃過的是他不久前發出的那封充滿

悲憤的公開信，和他之前寫的幾篇充滿熱情的文章，局外人如我看見無奈與

哀傷也只能安慰這位受傷的年輕人。也是這麼深層的無奈，迫使我必須把

「文字改革」這個看似科學的語言議題，連結到族群倫理的公共議題，過去

十年無數次的追蹤訪談，見證到幾乎每一位參與文字政治的積極分子對文字

選擇的高度堅持，也都想要說服我他們的文字方案是最好的文字方案，儘管

直到今天所有不在場關心文字改革的旁觀者還是只會問：到底哪一種文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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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才好。恰恰也是人們對「好」文字的堅持，反映出文字道德性與族群倫理

的密切關係，文字選擇的倫理化意味著：當人們預期文字的道德性應該反映

「族群自我」的美德，文字不僅是重建族群倫理的重要媒介，人們也將對族

群自我的普遍焦慮反映在對「苗文能統一嗎？」的焦慮之中。

九、結論

本文的民族誌研究取徑，確實有其方法論上的限制，導致本文在與既

有理論的對話上顯得較為薄弱。民族誌研究的目的是把一個看似簡單的現象

複雜化，從這個角度來看，規範苗文對框格文字的改革，不應該被簡化成只

是一種語言學理論的應用，應當注意到促成改革的種種條件、思維與影響，

文字改革不論是作為一件改變生活世界的歷史事件或者一項企圖影響生活世

界的改革運動，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有國家、民族政策、阿卯社區、改革支持

者、基督徒，以及各種立場的反對者等等，因此文字改革其實是一個多種身

分行動者的異質能動性與多種歷史性的交會現場。面對文字改革的複雜性，

本文的寫作方式，並非以民族誌研究來回應理論議題，而是企圖藉由整合語

言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發展出一個描寫文字改革運動的敘事架

構，藉以深入探討文字改革這個民族誌現象。也因此，對於文字改革可能涉

及到民族治理、族群關係、身分認同、俗世運動、文字學理論等等與認識論

相關的理論議題，儘管在本文的描寫中略有回應，卻無法更細緻更有系統的

與現有研究和理論展開對話，相關的討論也只能留待未來處理。以下僅就兩

點進一步澄清本文的意圖。44

首先，本文以溯源、正名和完善作為文字規範化的三種機制。規範化的

概念，呼應James Milroy（2001）將語言標準化視為意識形態的後果，不同

的是，文字規範化和語言標準化在做法和目的上都不一樣，因此有必要使用

不同的詞。事實上，文字本來就是符號，皮爾斯的符號過程指的也不是符號

44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針對本文的結論提出適當的書寫建議。



107

文
字
改
革
與
族
群
改
造
：
後
革
命
時
代
滇
北
阿
卯
苗
族
的
俗
世
運
動

化的意思，而是從一種符號到另一種符號的過程，在他的符號學裡，符號又

根據與指涉物件的關係被分成了圖符、指符與意符，不同性質符號的互相轉

換，牽動世界的改變，因此符號過程也就成為探討世界存有的重要切入點。

規範化並不是指從框格文字到規範苗文是不同類別的符號，比較接近是一種

符號加工，而這樣的加工反映的是文字意識形態的變化，意思就是人們對文

字應該是什麼有了不一樣的看法，因此對文字符號進行加工使它更符合人們

所認為的文字符號。

其次，由於刊登字數的限制，本文只好刪除與民族文字的界定有關的討

論。簡單的說，文字創制與改革一直都是中國共產黨連結民族體制與國家民

族主義的主要操作，在實際的操作上，不僅動用學理支持也動員群眾參與，

因此文字改革不僅是一項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義工程，也是一項高度專業化

的語言工程（Zhou 2003）。50年代採用標準音界定民族文字、80年代動用

正字法規範民族文字，民族文字的意義也產生了巨大的轉變，此一轉變反映 

James Townsend（1992）所強調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性，對少數民族的治

理也從強調身分平等的民族賦權轉到強調身分認同的主體塑造。

從這個角度來看，規範苗文對框格文字的改造，並不是單一個案。1981

年雲南省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就曾針對轄區內18個民族22種文字的「新

老文字」問題發布工作綱領；整個80年代中國民族語言學界以規範化為50年

代全面拉丁化的民族文字政策的失敗解套，非拉丁文字（如：蒙文、滿文、

彝文、藏文、傣文等）與拉丁文字（如：苗文、壯文、景頗文、瑤文、拉祜

文等等）的規範化同步展開。本文提出以溯源、正名與完善，作為在社會主

義體制下，建構民族文字的符號價值的三種符號機制，具有某種程度的普

遍性，真正的用意卻是能夠藉此符號機制重新脈絡化在地文字與共和國的關

係。本文的重點其實是在反身性話語（reflexive discourse），也就是符號意

識形態對符號的存有產生影響的各種論述，具體反應在對文字符號的各種標

籤，比如帝國主義文字、老苗文等等，本文針對各種標籤所產生的連鎖效應

進行討論，從文革、平反、改革、建設，反映的是文字道德性從摧毀到重建

的過程，乃至從去基督教的俗世運動到共和國阿卯的主體建構的改革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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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以「族群改造」而非「族群建構」為題，確實是

刻意與現有族群研究或者族群理論保持距離。本文無意參與族群理論的對

話，只是單純的描述一種我稱之為「阿卯自我」（或者族群自我）的話語

現象（discursive phenomena），在評估規範苗文的反身性話語（reflexive 

discourse）中，阿卯自我與規範苗文的連結，可以用「圖符化」的概念來理

解，本文在苗文建設的小節，以龍德義針對規範苗文工作的檢討報告為例，

說明規範苗文如何承載著改革支持者對阿卯自我的反省與期許。這樣的阿卯

自我本身就具有某種歷史性，誠如在王建才畫中所呈現的那種與時俱進的阿

卯自我，現在的自我比過去進步，未來的自我又比現在進步。

我在文中並未清楚界定的詞――話語現象，對於將來與族群理論展開對

話可能是重要且關鍵的概念。相對於話語主體（discursive subject），話語現

象強調的是阿卯自我的經驗層次，在符號的世界裡不僅有界定「我們」的話

語用以描述阿卯自我，「我們」也是可以被經驗、被理解的現象，可以確定

的是，當人們講到阿卯自我，指的並不是那個話語中建構的主體，而是可以

被經驗到的、在時空中實際存在的我們。因此，一個符號現象學取徑的「我

們」研究，對於阿卯是誰或者誰是阿卯的興趣不大，反而更多關注阿卯自我

在時空中如何存在又何以存在的存有問題，這樣的阿卯自我既是各種尺度化

方案所建構的時空體（比如：共和國阿卯有別於基督教阿卯等），反映人們

對「我們」處境與存在狀態的理解；也是在世界中形塑的經驗主體（比如：

村寨、家族、社區、世代或者社群），反映「我們」的存有本身，在阿卯自

我的生命傳記中寫入世界的歷史。

本文從連結文字改革和族群改造的反身性話語，梳理滇北阿卯俗世運動

的歷史進程，從基督教阿卯到共和國阿卯的主體斷裂，反映的是不同尺度化

方案的時空體（chronotope）之間得格格不入，從消滅框格文字、平反老苗

文、文字規範化到苗文建設的改革歷程，被改革支持者寫入阿卯自我從基督

教阿卯蛻變成為共和國阿卯的生命傳記之中。儘管文字改革及其所帶來的紛

擾隨著民族政策的再次轉向而劃下句點，改革支持者的俗世運動也好像已經

達成階段任務，當文字統一的願景工程啟動，年輕世代的焦慮、改革世代的

堅持，將世代之間的倫理衝突浮上檯面，阿卯自我的生命傳記也進入到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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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篇章，一場走進地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也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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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Reform and Ethnic Transformation:
The Secular Movement of Ahmao (Miao) in Northern Yunnan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Shu-li Hu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he early 1980s, the Ethnic Affair Commission of Chuxiong Prefecture 
in northern Yunnan began promoting a reformed version of Pollard script, or 
Formalized  Ahmao Orthography (規範苗文), claiming that it was the most 
scientific Ahmao writing system of all existing versions. However, despite th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promo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the FAO was not 
popular, especially among Christians who believed that the script reform was 
intended to suppress the church. With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this seemingly 
unsuccessful effort at formalizing Pollard script, this paper takes script reform 
as a historical event with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and 
proposes to articulate this ev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hmao secular 
movem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For a Christian community like the Ahmao in northern Yunnan, 
whose social life has been seriously disturbed by church-state politics, the 
secular m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has proceeded along the pathway 
of de-Christianization, loaded with moral ambitions of the state-lead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mixed with ideologies of anti-imperialism, ethno-
nationalism, development, and socialism.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how the 
formalization (規範化) of the Pollard script would have been oriented to the 
“de-Christianization” of Ahmao community had it become popular, this paper 
joins linguistic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with an emphasis on semiotic ideolog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dexicality of script. Particularly, three different 
“labels” for script are identified, each of which called for reflexive actions as 
the event progressed toward the moral transcendence of script unity: imperial 
script (帝國主義文字), old script (老苗文), and socialist script (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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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The “imperial” label called for the patriotic action of destroying the 
Pollard scrip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old” label called for the 
rehabilitation that resum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hmao and Pollard 
script, and was projected onto the formalization that transformed the “old” 
script into “socialist” script. Moreover,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mechanisms 
that facilitated the formalization and allowed the Pollard script to become 
a socialist Ahmao script, those are: intension (溯源, identifying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the graphemes), extension (正名, applying the writing system to 
state-authorized texts), and completion (完善, totalizing the language with 
sufficient phonemes/graphemes). Overall, in this paper, I describe how the 
reformers made the formalized version of Pollard script into the one that 
deserved the “socialist” label. At the same time, I describe the rejections and 
resistances undermining the formalized script’s popularity and circulation. 
Thus, this paper shows the irony of the script reform project as this project 
resulted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varieties of “formalized” script rather than 
script unity, and thus failed to achieve its moral transcendence.

While realizing the dominance of secular ideology in framing a 
public ethnic sphe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alized version 
that bears socialist values, such as being scientific (科學), progressive (進
步), and developed (發展), mediates the “de-Christianization” of Ahmao 
ethnicity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it is specifically concern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unruly ethnic Christians to new socialist me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fers to the purification of a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 
to reveal Ahmao authenticity. The ethical dialectics of Ahmao elites and 
Christians show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context, mastery of 
pol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of their situation, and even the ethical burden 
on the Ahmao living world, fully demonstrating their ability to dialogue 
between the Ahmao communi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Keywords: �script reform, secular movement, semiotic ideology, formalization, 
socialist new man




